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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人在此诚心向所有帮助我完成此书的人致上最深的谢意：

用他精湛的摄影技巧把书内所有出现的超凡展品展现得栩栩如生的Vincent Girier Dufournier。费心耗神完成本书设计编排和制作的Rene Bouchara。郭炎先生（Peter Kwok）慷慨捐助付梓。对本书内容的研究与原稿英文翻译做出最大贡献的Ed O’Neill Jr以及将本书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的杨成耀先生（Desmond Yeung）与杰希嘉（Jessica Yu）。有了他们的努力和贡献，我这本中国青铜礼器专著才能梦想成真。

谨向诸位再致万分谢意。

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








序言




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通论一类的著述已经出版过不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容庚《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新版《殷周青铜器通论》，1984年），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1982年），还有作为教材由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锋、熊传新编撰的《中国青铜器》（1988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年），新版《中国青铜器综论》（2009年）；英文出版物也有华威廉（William Watson）Ancient Chinese Bronzes（1962年），以及李学勤The Wonder of Chinese Bronzes（1980年）。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青铜器研究的大专家，一言九鼎，或博大精深，或深入浅出，已经成为不论是初学者，还是研究有素的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跟以上这些著作比起来，我们眼前这本戴克成的《读懂中国青铜器》却大不一样。

作者戴克成是法国人，本名Christian Deydier，是当今西方一位赫赫有名的经营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古董商。他最早也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者，在台湾大学留过学，曾发表过关于中国商代甲骨文的论文。以戴君的才华学养，本应该在学术界大展宏图的。可是，他毕业后没有进入大学或是研究机构，而是下海从商，做起了中国古董的买卖。我与戴君也算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在伦敦市区繁华地带有名的Mount Street开了一家古董店。记得我那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研究生，常常到他的店里观摩他收藏的青铜器。他快人直语，对学者十分慷慨大方，若有需要资料，总是尽力帮助，毫不封闭。戴君在古董圈内声名日隆，曾任法国全国古董商协会主席，结交多为豪门与政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就是他的好朋友。他还常常向法国和中国的博物馆捐赠，并多次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勋章。戴君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和金器情有独钟，曾发表过数本这方面的著作。作为欧洲大收藏家玫茵堂的主要买手，他近年还出版了《玫茵堂珍藏之中国古青铜器》增补本（2013年）。

正是由于戴君本人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他的这本新著里，我们看到了与其他一些青铜器通论所不同的地方。书一开篇就直奔主题，介绍了青铜器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意义：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禹铸九鼎的故事，青铜器与商周祭祀，礼器的崇高地位，青铜时代以及青铜合金。这么多内容，却寥寥数语，非常简明扼要。这就是本书一大特点。接下来的五个章节分别讨论了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容器和乐器的类型，青铜器的纹饰母题，从古到今（包括了西方和日本）对青铜器的主要研究，历代青铜器辨伪；书尾还附了重要参考书目。作为一名古董商，最重要的一项本领就是鉴定真假，品定高低。所以在讨论青铜器赝品时，作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以说书里的这些介绍和描述的角度都是从作者第一手的直观经验入手的，不求其详，点到为止，绝不掉书袋、卖关子，而且配有大量精美的插图，用图来说话，很容易让读者接受并记牢。这也就是作者写作此书的初衷：要让年轻的收藏家读懂深奥的古代青铜器。我觉得他的这个目的算是成功地达到了。可钦可佩！是为序。

汪涛





年表




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16世纪）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16世纪）

商代（约公元前17/16世纪至公元前12/11世纪）

二里冈（约公元前17/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

殷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11世纪）

周代（约公元前12/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

西周（约公元前12/1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

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

－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秦（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

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

附注：关于中国上古史三代，即夏、商与西周的确切年代在中国与西方学者当中仍存在许多争议。为此，上述年表中，倾向提供基于不同学者意见之最具包容性的可能年代范围。





希拉克总统与本书作者观看一件青铜觚






前言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



中国早在公元前18—17世纪的夏代即已铸造复杂的青铜器。从3600年之前贯穿整个上古朝代，青铜器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天命、权力与地位的具体象征。青铜器的拥有者代表宗族、王朝和百姓，祭天与祭祀鬼神祖先，以祈求辖下境内和平昌盛并远离自然灾难。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青铜器从古至今皆与中国人共有的最基本、最神圣、最持久的宗教般的情怀——政权、国家人民福祉、孝道和祭祖——密不可分。



禹铸九鼎



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200或2100年，夏代的君王禹治水成功，挽救偌大原本淹没的耕地，为人民带来了繁荣昌盛的新纪元。于是禹分天下为九州，并为每州铸造一件巨大壮观的青铜三足炊器，也就是中文所谓的“鼎”。这九件青铜鼎遂成为王权以及禹和其王朝受天命成为正统的实物象征。



祭祀鬼神与祖先的重要性



接续夏代的是商代，也是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峰时期。

商代的统治者与百姓不仅相信鬼神与来世，更相信鬼神与逝者都和活着的人一样，对于美食与物质享受有相同的需求，因而对于鬼神与祖先的祭祀、安抚和适当关怀，便会直接影响活着的人之生活与命运。

如此的信仰导致了祭祀祖先的积极狂热，这股狂热甚至迄今依旧在部分中国人中屹立不衰。

商代期间，祭祀鬼神与祖先的狂热支配了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与活动。因此，甲骨文——中国存在的最早书写文字与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记载，不但详细记录了对祖先、鬼神与大自然的祭祀仪典，更详尽说明了食物献祭与奠酒的仪式，上述一切都必须使用青铜礼器。

这些青铜器被区分为日常生活所用与专为祭祀仪式所用。每一种器物都有适合的形状与尺寸，或用于烹煮、加热、盛装食物，或是盛装用来祭祀鬼神祖先的酒浆；食物由鱼肉与各种肉类组成，包括牛、羊、鸡、狗等等；液体则由加热过的发酵果汁或米、大麦、高粱等谷物发酵的浆液组成。



对青铜礼器的尊敬



中国长久以来对于古代祭祀中使用的青铜礼器都抱持着至高无上的尊敬之心。

即使到了现代，这种形式的古代器物——无论是青铜制、玉制、陶瓷或是其他材质——都被供奉在庙里或是现代家庭的供桌上，那里通常是摆设香案，敬奉神明、神化的古代英雄与祖先神灵之所在。

古代中国青铜器的伟大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已被今天所有人认可肯定。身为古代中国王公与贵族进行祭祀的不可或缺之物，也是政治与宗教正统的象征，青铜器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与一般大众了解夏商周及之后朝代的统治者与人民的政治、社会与宗教生活，以及了解青铜器铸造工匠的创造才华、精密的专业技术提供了实证。

古代青铜器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莫不被中外的专家学者和收藏家所崇敬，莫不被精英团队广泛深入地研究。中国国内对古代青铜器与其铭文研究的成功已被视为学问博大精深的标志。或许正因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许多专论古代青铜器的著作依旧以传统的繁体汉字书写印刷，而不是采用简体汉字。



中国青铜器时代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约于公元前19/18世纪开始，然后持续到整个铁器时代，之后又较铁器时代再多持续数百年。传统古代青铜器的块范法铸造技术被失蜡法完全取代，大约是在汉代时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而马承源等中国学者认为，块范法的铸造技术则一直持续至隋代与唐代（公元581年至907年）。

青铜主要的成分是铜，由古代中国人自露天与地层里的铜矿开采取得。最近几年，许多这类的古代矿场被重新发现，其中有一处矿场位于现在南方的湖北省铜绿山。这些古代的矿场都是由垂直的坑以及或横向或呈坡度的坑道构成。古代文献记载，单单在湖北一地，这样的坑道就超过一千公里。



中国古代青铜器



青铜，一般是铜与锡的混合物。在中国古代，也可能是铜铅合金、铜锡合金或是铜锡铅合金。这种在中国古代以合金制造的高质量器物即是此合金中铜纯度的证明，也是中国古代工匠成功控制熔化合金所需温度的证明，因为合金中铜所占的比例越高，温度也就必须升得越高。铜锡铅合金中，若铜所占的比例较多，而锡只占15%，就需要960度的温度；合金中铜占的比例较少而锡占25%的话，则需要810度的温度。而合金中铅成分的增加则可降低熔化此金属所需要的温度。

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科学挖掘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与位于河南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以及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所进行之冶金分析显示，这些早期用来铸造青铜器物的合金并不一致。

■ 二里头，合金成分：

·器物1：92％的铜与7％的锡

·器物2：91.89％的铜，2.62％的锡，和2.34％的铅

■ 二里岗，合金成分：

· 器物1：75.09％的铜，3.48％的锡，和17％的铅

·器物2：87.73％的铜，8％的锡，和0.1％的铅

■ 殷墟（安阳），从妇好墓挖掘出土的青铜器之合金成分

·铜含量从84.71％到80.02％

·锡含量从11.85％到14.16％

·铅含量从1.8％到1.69％

对其他遗址的研究显示，青铜器铸造的合金可能因地区而不同，即使在同一墓葬区的不同墓地，合金也可能不同，甚至同一墓地里的不同对象的合金也会有差别。因此，合金成分可能的含量范围：

·铜含量的范围从60.39％到92％

·锡含量的范围从2.62％到5.97％

·铅含量的范围从0.1％到27.57％





第一章　青铜器铸造技术










1928年至1938年间，在现今河南省安阳县殷墟的商代王墓，以及若干年后在河南的郑州二里岗与湖北的盘龙城之商代早期遗址所进行的科学考古挖掘，均发现了当时用来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以硬陶土制成的模子）碎片。

这些发现推翻了专家先前的论断——古代中国开始铸造青铜器之时采用的是块范法，而非失蜡法。



块范法（又称陶范法）



于上述遗址进行挖掘所发现的陶范残片，使得国立中央研究院李济教授领导的考古学家得以精确确定商代与周代工匠铸造青铜器时的不同步骤：

1. 首先，以硬陶土制成设计好的青铜器模型。这个硬陶土模型完全等同于未来将制造出来的青铜器，所有的细节角度与精致的装饰基本吻合。

2. 然后在模型表面完整覆上达15厘米厚的薄黏土，将其作为铸造时的外范。

3. 进窑烧焙之后，将烧好的外范切割开来成为外范各部分的模型。

4. 将分开来的各部分外范再加以组合箍紧，埋于湿沙中，防止崩坏。

5. 再制一内范，外边包上外范，内范与外范之间留有5厘米至15厘米的空隙，即青铜器壁的厚度。

6. 最后，将高热的熔化铜液浇注到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隙中。

倒置冷却之后，多半都是上下颠倒浇注而成的青铜器即可脱模。许多青铜器的陶范痕迹或接合在近距离的审视下可以被观察到。不过，在高品质的青铜器上却几乎看不出痕迹，因为它们通常都位于青铜器接合部垂直线上，并被打磨过。



失蜡法



中国最早约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晚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它包含以下的步骤：

1. 在实心模上做出一个与设计的青铜器大小完全相同的蜡模。

之后所有的装饰或者以手雕刻或者借由模具戳印而成，后者多半用于战国时期重复出现的图案。

2. 一旦图案完成，蜡模就整个浸入一种含有抗力物质的液状黏土中，接着再覆上数层黏土，将模型包裹住。

3. 当高热的铜液浇注到裹住蜡模的实心泥模与黏土上时，蜡模即溶解并经由匠人事先所留的特殊开口处流出，而铜液即灌注到此泥模与黏土之间的缝隙中成型。

4. 待金属冷却以后，打破外围的黏土模，将青铜器取出，视需要再进行手工修整与最后润饰。











盂，商代，殷墟时期



高：14厘米，私人收藏






第二章　青铜器的器型







第一部分：容器








瓿，商代，殷墟时期



高：18.4厘米，直径：31.1厘米，私人收藏




瓿（bu，也可发音为pou）






这种青铜容器或称“瓮”（weng）或“甂”（bian），有着球状的罐身与狭窄的颈部，整体由环形圈足支撑。有时两侧有横向的扉棱以及穹状的盖。

青铜瓿很早就出现于历史记载，至少与《战国策》同期，该书编纂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

关于瓿的确实用途有若干争议，许多人声称这是用来盛酒的。也有不少意见以《战国策》等书为例，认为瓿是用来盛装各种酱汁，还有不少人表示瓿是盛水器。根据《汉书》（东汉，公元111年，班固）记载，瓿则是用来盛装肉片与谷物之类的食物。

瓿最早使用于二里岗时期之末，即商代早期，于殷墟时期被普遍使用，在商代结束之际逐渐消失。



鼎（发音为ding）






鼎是中国传统与历史中最重要的器物。自中国文明起源伊始，鼎一直被视为王权至高至善力量的象征，而铸鼎、获鼎乃至持续拥有鼎的能力则被视为天命赐予统治权与天佑不断的具体征兆。此类记载可见诸典籍如《周礼》（成书于春秋时期）与《左传》（或称《左氏春秋》、《左氏传》，成书约为公元前5世纪，左丘明所著）。在重礼的周代，鼎总是以奇数置于墓中，而九座鼎的组合则专为天子所设。

鼎作为食物盛器或是炊器，构成了青铜器当中最重要的范畴。它由附着两只大形把手（耳）的碗状圆形器身与三只圆柱状支足所组成。历经数世纪，鼎的形态或有变化，每种改变均代表该时期特色的典型。





鼎，商代，殷墟时期



高：24厘米，私人收藏






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高：30.5厘米，直径：31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81号


陶鼎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十分普遍，最早以青铜铸鼎始于夏代末期之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第三与第四阶段（约于公元前17至16世纪）。最早的鼎有一个薄壁的平底碗形鼎身，两只直立的耳，以及三只内空的三角形支足。

商代初始的二里岗时期，鼎铸得极薄，鼎身深而圆，两耳直立，内空的圆柱支足，偶有极为罕见的扁平支足。

殷墟（安阳）时期，鼎身变得越来越浑圆，甚至成为完全圆形的碗状，直耳也越来越厚，支足则转为圆柱状或是完全实心。在某些特别的情形里，鼎的支足甚至如刀刃般扁平，还有一些罕见的实例则是做成龙型或鸟型，或者更罕见的虎型。这类动物在支足上均以侧面呈现。




到了周代，鼎是最流行的青铜器之一，并变得越来越宽大，但不若以往来得深，原本直立的耳如今安置在鼎身的两侧，不再如以往位于口沿上。

周代初期极重礼并遵礼不悖。依照礼制，以至于在葬礼仪式中，九鼎（九座鼎）只能够用于天子，七鼎用于诸侯，而五鼎允许用于高阶官员。每一座鼎用于烹煮不同的肉类或鱼类。

春秋战国时期的鼎，有时附着饰有小型鸟兽的圆形盖，鼎耳固定于鼎身外侧的壁上，支足有时则呈卷曲的兽类造型。



豆






这是一种以喇叭状高单足支撑的半球型容器，礼宴中用来展示供奉的食物。豆的盖子翻转过来之后也可以作为另一件单足支撑的食物盛器。

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陶豆即已存在。

在现今河南安阳的殷墟商代考古遗址中也发现了白陶豆，青铜豆似乎是约于公元前9世纪才首度出现。

青铜豆盛行于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





豆，春秋末期（约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



高：17.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13号






敦，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高：31.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10号




敦（发音为dui）






这种圆形的容器有半球形盖，与器身有着相同形状甚至相同尺寸，可能大多用来盛装与呈送食物。

虽然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尔雅》当中已描述过敦这种“完全球形的器物”，但是直到宋代，古物研究收藏者才开始特别以“敦”来指涉这样的球体形器物。

敦最早于公元前6世纪末左右出现，而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消失。



方鼎






方鼎为重要又极常见的炊器，顾名思义，它是一种“方形”的，或者更精确地来说，是“长方形”的鼎。方鼎有着两只固定于边缘的耳，四只支足，支足通常呈圆柱型，不过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也会呈扁平的刀刃状。

早于二里头时期即已出现陶方鼎，青铜铸造的方鼎则是首次出现在商代初期的二里岗时期。其铸造方式已十分复杂，薄壁、内空的圆柱支足与空的直立耳。有时候，早期的方鼎尺寸极大，如河南郑州市于1974年发掘出土的两座方鼎，其中之一有100厘米高、61厘米宽、62.5厘米长，重量86.4公斤；而另一座则有87厘米高、61厘米宽，重达62.25公斤。

殷墟时期，方鼎有了细微的外观变化；支足与立耳不再是内空的形式，而是呈实心状。器壁的铸造也较以往厚重，支足也更为有力。有时，方鼎还会呈现巨大的尺寸。已知商代最大的方鼎是出土于安阳的考古遗址之“后母戊方鼎”，年代约在商王文丁统治时期（公元前1112年至公元前1101年）。此鼎高达133厘米，重达875公斤，是为纪念商王文丁的母亲而铸造。设计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方鼎则属1959年于湖南宁乡发现的“大方鼎”。这座独一无二的方鼎属于商代晚期，中等尺寸，高38.5厘米，长29.8厘米，然而鼎身的四面皆饰有写实的人面，这在商代青铜器的图案设计中实为罕见。





本书作者向希拉克总统展示一件精美的青铜方鼎


西周时期，方鼎的形状没有经历明显的变化，不过，有时鼎身与支足会出现扉棱；此外，支足有时会比较细、比较高。主要的改变还是在于器物的装饰，这些装饰依从此时期使用的典型图案。

西周时，方鼎这种长方形器物逐渐从青铜器当中消失。



方彝（发音为yi）






方彝，从其名称可知，此为一方形或长方形的器物，外形类似一座房子，有着四壁以及中央隆起四边倾斜、形似屋顶的盖子。

经常出现于铭文当中的汉字“彝”，在古代中国用来作为青铜礼器或是祭器的通称。

方彝这个语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的《考古图》，此书由吕大临于公元1092年所著，记载皇室与私人收藏之古代青铜器与其他古物，并附有插图与铭文。

虽然如今方彝已普遍被归类于青铜器当中的盛酒器，我们却无法确定其在古代的真正用途。宋元明清的收藏家大都认为方彝用于盛装食物。近代，杰出考古学家与学者如陈梦家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持相同观点。但是其他学者如容庚、马承源与林巳奈夫（Minao Hayashi）则认为方彝是盛酒器。





方彝，商殷墟时期



高：22.8厘米，私人收藏


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制方彝存在，在商代也有以白色大理石（即所谓汉白玉）制作的方彝，而青铜铸造的方彝似乎在商代殷墟时期的初期可见，也可能出现于二里冈时期的末期与殷墟时期的开始的这段过渡期（约公元前14世纪）。

历经一些外观上的改变之后，方彝于西周时期消失。这些外观的改变像是加上扉棱，或是让纹饰部分多层化，或是甚至将侧面的耳做成象鼻的形式，使得晚期的方彝看起来格外精雕细琢。






簠（发音为fu）






簠这个字很早已出现于典籍之中，用来指涉祭祀中盛装小米或是黍这类祭品的容器。

这种长方形的器物由下往上呈斜坡状，具有矩形支足，并有一个与下部器身尺寸形状都相同的斜坡型盖子。此盖子翻开之后可以当作另一件盛器使用。

簠出现于西周末年，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在公元前9世纪末。在接下来的春秋时期，簠变得十分流行。





簠，春秋初期



高：21厘米，长：36.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09号




觥（发音为gong）






觥是一种大型的盛酒器，下半部的器身宛若西餐中船形酱汁壶，有着环形支足（圈足），上半部则是做成动物兽类头部连着背部形状的长盖子。

觥首先出现在商代的殷墟时期，一直使用到西周中叶，而当时原本是觥的圈足到此时期已被四只小支足所取代。

这种形状的青铜器有时被认为是由较早期的酒器改造而来。根据古代典籍记载，此形状的早期酒器是以水牛角制成，而水牛在当时经常作为祭祀的祭牲。这一观点由1959年于山西石楼花庄发现青铜牛角型觥而获得确定，此牛角型觥上盖较窄的前端做成长着双角的龙造型。





觥，西周初期



高：27.5厘米，长：27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85号




觚（发音为gu）






觚是最常见的青铜杯型器物之一，为饮酒器。其高脚酒杯的外形于顶部与足部均呈喇叭状，在中间狭窄腰部则略为鼓出，有时侧边有四个扉棱，有时铸以镂空的装饰。极为罕见的是整个器物可能为方形。

觚这个字并未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当中出现，不过《说文解字》以及其他早期百科字典里却有此字，宋代吕大临1092年之大作《考古图》则确定了觚的用途。

陶制觚在新石器时代与二里头文化时期非常普遍，青铜觚的出现则是到了商代初期的二里岗时期。当时，觚的尺寸较小，铸造的手法粗糙且壁薄。其高脚酒杯形状的特点类似由底至顶有一条不间断的垂直线。觚通常饰有带状的基本饕餮纹，足部饰有镂空的几何图案则比较罕见。

殷墟时期，觚与爵同时成为最流行的青铜器，此二者也是商墓中最基本的青铜器组合。商代晚期的觚较高瘦，也更加优雅，有时甚至整个器物都布满了装饰。

觚约在西周早期的公元前10世纪时消失。





觚，商代，殷墟时期



高：32.1厘米，私人收藏




簋（发音为gui）






簋，在青铜器铭文中多以“段”字出现，主要用来盛装煮熟的黍稷稻粱。簋由一个圆形碗状的器身、一个环形足（圈足）与两只、三只，甚至极为罕见的四只半圆形的横向把手（“耳”）所组成。同样形状的器物，若无把手，则称之为“盂”（发音为yu）。

簋在商代初期的二里岗时期极为少见，当时的簋具有碗状的薄口器身、圈足与两只横耳。论到最精彩之二里岗时期簋的范例，或许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簋，应属1974年于湖北盘龙城李家嘴M1墓出土的簋。

商代殷墟早期簋仍属罕见，直到商代末期与西周初期才开始流行，成为当时祭典仪式中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接近公元前11世纪末，簋开始出现盖，原本的圈足有时也被三只小型的支足或是一只大型的正方高支座所取代，这类支座有时甚至比器物本身还要来得大，称之为“方簋”。

随着对于等级制度与日俱增的强调，西周时开始“制礼”，仪式或是墓葬中簋的使用数目，就如同鼎的使用数目一样，必须恪守严格的礼制。八簋为天子所用，六簋为诸侯或居高位的官员所用。因此，西周时期，鼎与簋皆是贵族使用的极重要的祭祀礼器。





簋，西周初期或中期（约公元前10世纪）



高：15.2厘米，长：21.8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98号




盉（发音为he）






此类似茶壶之水容器在古代的确实用途难以有定论。学者皆同意这种形状的器物是设计为倾注液体之用，但问题在于究竟为何种液体？水、酒，抑或水与酒调和之后的饮品？根据《说文解字》，盉是用于调和酱汁。然而，王国维与李学勤将盉归类于专为调和水与酒之器物的范畴。法国学者任淑兰（Maud Girard-Geslan）则指出，这种在商代用来盛酒的器物，其功能到了周代演变成在洗手仪式中作为盛水与倒水之用。

陶盉早在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与龙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即已存在，而首度以青铜铸成的盉要到二里头文化后期才出现。如今所知当时唯一的盉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第二区的一号墓，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此青铜盉与同时期尺寸稍小的诸多陶盉极为类似，三叉袋状足的鬲形器身，圆柱形流嘴，半圆形的把手（鋬），顶部为又宽又圆的开口。

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青铜盉的器壁很薄，器身由类似鬲的三叉分立中的袋足所支撑，在器身顶端有个小开口，小巧的耳部呈半圆形。这种原初的青铜器经常被认为是两种器物的混合形态，有时候被称之为“鬲盉”（发音为li he）。





盉，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23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20号





殷墟时期，盉身变得更为浑圆，三足与流嘴均变为圆柱状，不过，鋬依旧维持半圆形，开始出现盖，并与鋬之间以链索相连。某些罕见的盉呈方形，而此种方形盉则以四只柱状足来支撑。

到了商代末期，盉的外表已有变化，盉身更加呈球体状。

西周时，盉外形的改变更为明显。器身可以是圆形、圆扁形、长方形。最罕见的则是呈现出混合了若干动物类的形状。春秋时期，盉有时呈圆形并有四只兽类造型的支足。

此水罐形式的器物于战国时期末年或是汉代初年消失。





盉，战国时期



高：22.3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24号




壶（发音为hu）






中文对于壶的分类是指大型的瓶子与各种罐状的器物，无论其外貌的差异如何，共同的特征为球形的器身，器肩狭窄，器颈长，环形支足（圈足）。有时，壶附有盖子、横向的把手或是悬吊的提手及链索。

壶的确实用途众说纷纭。周代《仪礼》提到壶用于盛酒，但是某些铭文与其他典籍将壶归类于盛水器物的范畴。今日学者普遍的论点则是依情况需要，壶可作为盛酒器或是盛水器。

包括马承源在内的若干学者相信，最早以青铜铸壶是在早商的二里岗时期，但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却尚未发掘到如此早期的实例。商代的殷墟时期，大多数壶的外形类似梨子的浑圆下半部，然后随着壶身狭窄处与原本较短的壶颈升高而变得较窄细。一对圆柱形的贯耳位置接近壶顶，分别位于壶颈的两侧。壶多半无盖，壶身由圈足支撑。若壶附盖，则盖子通常为穹顶状。

有时候，通常无盖壶的壶身形状会变得更近似椭圆形，而有些壶身呈方形的壶就直接被称为“方壶”。





壶，商代，殷墟时期



高：30.8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76号


壶身的外形逐渐改变，到了商代末年，原本梨形的下半部往壶顶方向窄化，壶颈变得更长，之后的壶多半有着高盖，盖上大多附着宽而高且有厚沿的捉手。

从战国时期开始，除了浑圆状的壶之外，扁壶亦十分流行，即壶身为扁平蛋形、立于一只矩形短支足之上，壶颈为短窄圆柱形带着略为突出的沿，上方有着小环形把手的矮盖。





a. 壶，战国时期






b. 壶，周代


壶在整个汉代都很普遍，当时的壶身，或者梨形或者方形，长颈附盖，都是以较简单的风格铸造，壶壁也比较薄。汉壶除了可动的把手上有一对饕餮浮雕之外，通常无纹饰。





c. 扁壶






壶，商代，殷墟时期



高（含提梁）：40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83号






壶，西周后期（约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高：51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39号




斝（发音为jia）






这种用来温热发酵酒浆的器物外形上与爵非常相似，不同处在于，斝的尺寸大很多，而且没有便于倾注液体的长流。斝身或者浑圆或者呈圆筒状，器身底部或者平坦或者呈碗状，器身顶部边缘有两只直立且顶端带钮的柱状突起物。其横向的半圆形把手有时整个铸饰成美丽绝伦的兽首。

“斝”字在《礼记》中首度被提及，郑玄在其《三礼注》中表示，斝是天子于祭祀时用来奠酒的器具，而爵则是诸侯用来奠酒的器具。商代甲骨文当中的一个象形字与斝的形状极为相似。

斝在夏代末期即已出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第四期的墓中就曾发掘出一些青铜斝。这些原初时期的实例有着平坦的底部，器身的腰部狭窄，有一只半圆形的横向把手（鋬），两只钮顶立柱，以及三只三角形支足，支足有时是中空的，近似鬲的支足。

早商的二里岗时期，斝的外形很少改变，大体而言，器身由两个部分组成：下半部向外扩散呈浑圆状，上半部为窄腰，越往顶部边缘接近就越呈喇叭状。中空的圆锥形支足越朝下就越向外延伸。





斝，商代，殷墟时期



高：33.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72号






方斝，商代，殷墟时期



高：50.9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0号


殷墟时期，斝的形状也几乎没有改变，依旧维持浑圆、高与凸腹，有时候或为方形。支足仍是三角形，也有是中空并且在内侧是敞开的。斝的尺寸可以非常大，最大的斝的高度可超过80厘米。

商末周初之际，斝的器身变得更为短胖，有时看起来就像是鬲的器身，器身之下则是三只小圆柱状的支足，支足越朝足底越狭窄。器物的半圆形把手变得较厚，而且经常顶端铸饰着立体牛头。斝大约在西周中叶的公元前10世纪左右消失。



鉴（发音为jian）






鉴是一种大型深盆状的器物，或者具有圈足，或者平底，类似一只巨大的深盘。鉴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青铜器，只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存在期间为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鉴用来当作盛水或是冰的容器。当鉴装满水时，水的表面也可当作镜子使用。由于这种用途非常普遍，以至于中国古代的青铜镜也叫作鉴。因为能从青铜镜明亮的表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就像可以从盛满清水的青铜鉴表面照见自己的影子一样。

若是盛满了冰，鉴也可用来冷却与冰镇酒浆。1978年在湖北省的曾侯乙墓中出土一件非比寻常的方鉴。这件装饰繁复多格的方鉴内套着方形的尊缶。冰被放置在外部的方鉴与内部的方尊缶之间，即可冰镇尊缶里的酒。



角（发音为jiao）






角是一种酒杯，外形极接近爵，两者主要的差别是：角没有流，嘴也没有钮顶的立柱，但是角尾部具有向上翘起的两个尖，往外延伸成类似角状。

陶角在新石器时代已存在，青铜角则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不过却是角与盉混合的形式。此类的角，带着尖状延伸的椭圆器身中央有一个极长的流，与盉相同。

二里岗时期的角内壁极薄，椭圆器身，平坦底部，有三只极薄的三角锥足。

殷墟时期，角的外形变得类似爵：原本椭圆的器身变为倾向圆形，原本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与二里岗时期平坦的底部也变得浑圆起来。

角在晚商与西周早期之间（约公元前12与前11世纪）十分流行，当时的角有时还有盖子。





角，商代，殷墟时期



高：23.5厘米，私人收藏（玫茵堂收藏）




爵（发音为jue）






祭祀仪式中奠酒时用来盛酒与温酒的爵有三只支足，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青铜器。其名称与用途早已记载于中国最早的史书与字典当中，而此器物的形状也描绘叙述于吕大临在公元1092年所著的《考古图》一书中，该书极可能是最早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著作。

陶爵早于中国青铜文化的初始时期即已存在；青铜铸爵首先出现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亦即夏代末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16世纪）。

爵这种具有三只锥形支足的酒杯，在其边缘的一侧有着长的流嘴，另一侧则是较短的尖形延伸。两只钮盖立柱刚好位于器身延伸为流嘴的起点，器身的一侧有着半圆形的把手。在往后的时期当中，爵的外形变化极微。

二里头时期之爵的原初外形，通常尺寸小，形状也非常简单。薄铸的椭圆器身有着平坦的底部、半圆形的把手与三只锥形短支足。此时期的爵多半没有纹饰，不过有时候器身上会有带状的小圆突。此最早期爵的特色还包括了不带有钮盖的立柱，仅是位于流身结合部的小突起物，俨如未来外形发展的征兆。

早商的二里岗时期（约公元前17/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爵的外形依然简单。铸造的器身底部平坦、窄流嘴、三只锥形支足。一些罕见的实例则是，或者四支足（来自L.Jacob收藏之一的爵，现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见任淑兰所著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第51页至第53页），或者只有一只钮盖立柱位于流的起点。器身多半铸饰有原初素朴的饕餮纹。

在商代后期的殷墟时期（因为殷墟位于现今河南安阳，故又称为安阳时期），爵变得极为普遍。爵经常与觚一起使用，两者形成商代祭祀中最基本的组合。爵的形状很少有大改变，只是器身变得更圆，底部或者浑圆或者呈弧线，罕见平坦的底部，流转为胖且短。不过，爵的尺寸却各自不同，有些爵极高，有些则呈方形，有些附有盖子。爵在西周初年之后消失，因为奠酒礼（以酒献祭）变得不再像过去那般常见。





爵，商代，殷墟时期



高：20.5厘米，私人收藏






爵，夏代，二里头文化



高：21厘米，长：18.6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2号






方罍，商代



高：44.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53号




罍（发音为 lei）






罍是指所有器身为圆形或方形并有圈足或是平坦底部的容器。具有内缩的短颈、卵形的器身，或是器肩直径大于器身其他部分的形状，或者有时附有穹顶形的盖子，皆属此类。

根据典籍记载，罍用于盛酒或是盛水。有些专家相信青铜铸的罍最早出现于商代的二里岗时期，然而他们似乎将罍与最早期形式的尊混淆了，尊的外形也像是有着圈足、凹肩与内缩短颈的大瓶。

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早期瓶状的器物就是罍，那么，在殷墟时期，罍则历经了重大的变化：颈部内缩，肩部凸出，并出现两只小把手，第三只把手则出现在器身底部、圈足的上方。同时期也开始出现大型的方罍。

罍在商代晚期与西周初期十分盛行，于公元前3世纪末从中国青铜器群中消失。





罍，商代，殷墟时期



高：34.3厘米，玫茵堂收藏




鬲（发音为li）






名为鬲的三足器物是由三只下垂的袋状部分所组成，用来烹煮肉类与谷物。鬲的造型传导力强而能快速加热，正因为此器物的特殊形状设计使火得以在相对最短时间内触及器物最大的可能面积。

陶鬲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不过在当时并不是非常普遍。陶鬲在商代与周代才变得更加流行。最早的青铜鬲出现于早商的二里岗时期，此时的鬲形式极单纯，薄铸，器身由三只内空的袋状组成，其下有三只小中空支足，与两只固定在口沿上的直立把手。直到二里岗时期之末，铸造才转为更加厚重。

殷墟时期与西周早期，鬲的上半器身出现了颈部，三只下垂的袋状变得比较浅，也不若以往那般瘦长，支足也可能与袋状物连为一体而且呈圆锥状，使得整件器物看起来更大而有力。四足的鬲或方鬲非常罕见，一件尚未公开的实例保存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鬲，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25.3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91号


一直到西周中期，鬲的外形变化很少，只是器物尺寸变小，把手转为固定在器身侧边或是根本就没有把手。三只下垂的袋状变得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并且以三只短薄的支足撑托，支足呈圆柱形或者是弯曲的形状，口沿可能呈喇叭状或外翻与平坦。




鬲于春秋初期消失。



鬲鼎






高本汉教授最早使用这种二而为一的名称，而且是根据一件青铜器铭文的翻译；依照不同学者的解读，可以是“鬲与鼎”，或是“鬲鼎”。

这种形状结合了鬲与鼎的混合型器物出现于商代末期。当时，鬲鼎的器身底部仍是用深沟以区隔开来的三只下垂袋状，其下则是三只尖锥状或圆形支足。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过渡期间（约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器身的三只袋状部分变得不明显，轮廓也更不分明。

西周时（约公元前12/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鬲鼎底部的分隔沟终于消失，仅以线条将器身划分为三个区块。





鬲鼎，商代，殷墟时期



高：20.8厘米，私人收藏




奁（发音为lian）或樽（发音为zun）






奁，或者更正确的来说是“樽”，是一种圆柱或圆筒形的容器，其下附有三只小支足，有时候这些支足以动物形出现；器物附有盖子。

从宋代到清代（公元960年至1911年）的古物研究者所撰写的收藏目录皆称此器物为“奁”，因为原本认为这用于装放化妆品。然而，1962年考古学者于山西省右玉大川村挖掘出土的一件此类器物却刻有铭文，清楚记载它在古代的真正名称与确实用途，使得如今可以更正之前的错误，并肯定此器物是一种樽，其用途为温酒。





奁或樽，战国时期



高：19.6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33号






盘，西周



高：10.7厘米，口径纵35.4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17号




盘（发音为pan）






盘用于祭祀仪式时洗手的水器，其名称出现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与典籍中。《仪礼》一书详细说明了盘的用途。

盘是一种大而圆、具有某些深度的盆，以一圈足支撑。盘在早商的二里岗时期很罕见，直到商末与西周早期数量才变得多起来。

从西周早期开始，盘经历了些微的外形变化。盘沿出现了固定其上的横向把手。稍后，也有人物或是动物类造型的三只支足用来支撑盆身。盘于公元前5世纪从中国青铜器中消失。





盘，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24厘米，直径：37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16号




勺（发音为shao），斗（发音为dou），匕（发音为bi）







a. 斗






b. 匕


此类器物称为勺、斗或是匕，用来从容器中舀出液体或是食物。一般而言，这种勺的样式近似一只烟斗，长柄，柄的尽头连着一只小型的杯状容器。不过，匕却有些例外，因为匕看起来更像是一把汤匙。此器物在商代非常普遍，勺经常与斝、爵、觥、尊、卣、盂与鉴等青铜器同出。

勺在战国时期有了一些重大的改变，勺的杯状容器部分之下加上了环形支足，用以支撑。

这三类的勺都是用来从容器中舀出液体或食物，只有匕柄末端的容器相对平坦，更像是欧洲人使用的浅匙前端，但是又更平坦些。此种勺在西周与东周都很常见。





青铜斗，西周早期



长：22.6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34号




盨（发音为xu）






盨用于盛装食物，尤其是米与其他谷物。此为一长方形，并具有类似形状盖子的容器。盨与簠的外形近似，差别在于盨的线条与角度都浑圆，而且盖子的尺寸一定比容器本身略小。当盖子反转过来也可作为另一件盛食物的器物。

盨这个字出现在此类器物的诸多铭文之中，但是可能曾被认为是簋的异体，或是盨簋不分，因为有些青铜盨刻有包含此名称的铭文。

盨最早出现在西周中期（约公元前8世纪），于春秋早期（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消失。





盨，西周晚期（约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高：20厘米，长：34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08号




甗（发音为yan或xian）






甗这个字的发音为yan，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发音应该是xian。此种器物是用于将米或是其他谷类蒸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

● 下半部，近似鬲形状的三足器物，用于盛水。

● 上半部，称为甑（zeng），用来盛装准备蒸煮的米或其他粮食作物。上下两部分中间装设有一个名称为箄，类似过滤器的金属盘。

新石器时代已发现陶甗。青铜铸制的甗最早出现于早商的二里岗时期，1974年与1976年之间在湖北省盘龙城发掘出土。商代期间，甑或是器物的上半部，要比下半部的三足鬲形物大很多。

接近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甗的上半部分顶端出现沿，用来确保直立把手的稳固。

有四只支足的方甗也在此时期出现，但是相当稀少。林巳奈夫的《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纵览（一）图版》（东京，1984年，第1册，第2部，第79页，第80号至第81号，与第80页，第83号）有记录几件实例。

甗一直被使用到汉代晚期。在此期间，器物的支足消失，而器物的下半部铸成底部平坦的碗状。





甗，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4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88号




匜（发音为yi）






匜这个字是指涉所有各种形状样式的倾注器，有或者没有支足，器身呈圆形或扁平，半圆形或是扁平的把手，以及大型的流。流通常以兽首或是动物造型呈现。

根据《左传》（又称《左氏传》，公元前389年之前完书，中国最早的叙事体史书之一）记载，匜是祭祀中用于洗手的器具。

有些专家相信，当时以匜将水注入盘中。

匜的外形多多少少受到觥的影响，首度出现于约公元前8世纪的西周晚期，并于公元前4世纪时消失。





匜，春秋时期



高：15.8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97号




卣（发音为you）






卣是用于贮存与运送酒浆的罐形青铜器。由凸腹罐状（或椭圆或梨形）的器身、圈足、上盖，以及拱形的活动提梁所构成。通常提梁又连于两只小型的固定于器身两侧的环形耳上，提梁开端部分经常铸饰成兽首。

卣最早出现于商代二里岗晚期。铭文中有时会将此器物误称为壶。

卣从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7或16世纪至公元前12或11世纪）非常普遍，在接近公元前9世纪时消失。

卣最为罕见的变体为圆柱形，至今只有8件实例被记录。





卣，商代，殷墟时期



高：29.5厘米，私人收藏






卣，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0世纪）



高（含提梁）：31.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87号




盂（发音为yu）






盂这种器物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其一，尺寸较小，无把手，侧边长且直，到了接近底部才往内部呈现坡度。林巳奈夫称此为“小盂”。其二，大型的盂，有着碗形的深圆器身，侧边也是长且直，有两只由器身侧边向外延伸的把手，并转折向器身顶部竖起。林巳奈夫称此为“大盂”（详见其著作《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纵览（一）图版》，东京，1984年，第1册，第24页至第25页）。

无论是小盂或是大盂，与簋的差别主要在于盂有垂直的侧边与簋凸圆的侧边是不同的。此外，盂具有宽阔的开口，厚实的壁缘往往延伸出器身而形成屋檐似的折沿，这一特色也与簋有所差别。

盂在典籍中被描述为盛装洗手所用之水的容器。不过，根据其他文字资料，盂是夏季时用来盛装冰块以保持食物新鲜的器物。某些学者则认为盂是鉴这种大型深盆状容器的前身。

盂在二里岗时期的尺寸非常大，到了商代的后期与西周初期才转变为中型尺寸。到了西周晚期，有时候盂的容量达到簋的10倍。盂在春秋时期从中国青铜器群中消失。



觯（发音为zhi）






觯是一种杯型饮酒器。觯这个名称很早即在典籍中出现。

觯铸造成圆凸的器身连着喇叭似的器颈，底下有圈足支撑。觯经常附有穹顶形的盖子，盖顶中央有时还有一只执钮。

觯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极为盛行，差不多于西周中期（约公元前10世纪）消失。





觯，商代，殷墟时期



高：17厘米，私人收藏




尊（发音为zun）






依据古代青铜器铭文中所出现的尊字，我们发现三种青铜酒器：

1. 一种宽肩、阔肚，喇叭形颈部长而略窄，以及高而外撇且具坡度圈足的器物。此种形式的青铜尊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

在殷墟或是安阳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或前11世纪），直到它在殷墟中期消失，尊始终是制造最普遍的大型青铜器，数量甚至超过罍。

最负盛名的方尊莫过于“四羊方尊”。它的四个角落均装饰着几乎正面全身的公羊，每只公羊大而壮观，带着蜷角的头部从四个角落挺拔突出。这件旷世巨作于1938年在湖南省宁乡县月山铺出土。





尊，商代，殷墟时期



高：35厘米，私人收藏






尊，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



高：31.6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62号


2. 到了殷墟晚期，宽肩尊被高而窄的圆柱形尊所取代，此种圆柱形尊有着喇叭形的顶部与底部。

这种高的圆柱形器物，器身腰部凸出，器口向外开展若喇叭嘴，近似觚的放大版本，但体型更大、比例更粗壮结实。与觚相同，这种形式的尊的足部亦呈喇叭状。

3. 第三种类型的尊是鸟兽的造型。这种鸟兽外形的尊多半为象、水牛、公羊、犀牛、兔、猪、鸟，以及神话的混合动物等。这类被认为是源出于南方的鸟兽造型青铜尊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二里岗时期。

大致而言，鸟兽造型的尊在中文里被称为“鸟兽尊”、“牺尊”（公牛尊）、“象尊”等等，以与一般形状的尊区分。








瓶，战国早期（约公元前5世纪）



高：46厘米，东波斋收藏





第二部分：乐器






编钟（铃，铙，钲，钟，镈）



最早的青铜钟（打击乐器）出现于商代，当时的编钟多以三只为一组，每只尺寸不同。

到了西周时期，编钟通常以一组五个、八个、九个，甚至更多的数目出现，一组编钟里的每只钟大小不同。东周前期，也就是春秋时期，编钟则多半以一组九个或更多的数目出现，尺寸分别从小到大。至今发掘出土最大的编钟组铸造于战国（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时期，由65只钟所组成，于现今湖北省武汉附近的曾侯乙墓中发现。





铙，商代晚期



高：71厘米，湖南省宁乡出土




铃（发音为ling）






铃于河南省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的遗址中首次出土，是目前所知在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物。这些椭圆形的杯型小铃有着非常薄的器壁、一个长而薄的圆边把手自侧边突伸，有时铃内还有铃舌，由两个部分分铸而成。

到商朝晚期的殷墟时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11世纪），铃的数量增多。铃的高度介于7至8厘米之间，很少超过10厘米。有些专家认为这些小铃是后来更大型的镈之早先形态。



铙（发音为nao）






这种中型到大型尺寸的铙主要由椭圆的大型杯状物组成。然而，与之后其他的钟不同的是，铙身的开口朝上，整个铙身安座在一只长而粗、类似把柄的圆柱体上，这其实是铙的底部。人们在祭祀仪式中打击铙发声。

在铙的名目之下，专家条列两种外形近似，但尺寸极大不同的青铜打击乐器：

根据《说文解字》，铙是指极小的打击乐器，高度约在7厘米到21厘米之间，使用于商代。此类铙在殷墟时期的墓中有出土，而且经常是三个或四个为一组。但也有例外，位于现今河南省安阳的妇好墓发掘出土的铙为五个一组。

钲，经常简单地被称之为铙或是大铙，外形与铙完全相同，但是尺寸却比铙大得多。有时高度甚至可达90厘米。钲通常极为沉重，重量可达154公斤，器壁厚达三或四厘米。





铙，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2世纪或公元前11世纪）



高：46.4厘米，玫茵堂收藏


一般而言，钲被发现时都是单件出土，器物的开口朝上。钲用于向自然献祭的仪式中，包括祭祀风、雨、星辰以及山川等等。

这些大型的钲在商代晚期一直到整个西周早期都非常盛行。钲主要出土于中国南部的省份，如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与广西。





镈，东周时期



高：29.3厘米，私人收藏




镈（发音为bo）/ 钟（发音为zhong）






镈与钟皆是厚边的打击乐器，与西方的钟类似，以悬吊方式让开口朝下。镈的柄（或称“甬”）呈半圆形，有时很简单，有时十分精细地铸饰着圆雕的兽形；至于钟的挂柄则是由一个单一的粗长管状物或是多边物所构成。镈与钟通常发现时都是从一组4件、5件到14件，甚至更多，1978年于曾侯乙墓中发掘出土的一组编钟多达65件。





钟，东周时期



高：24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24号




鼓（发音为gu）






这是一种早期的青铜鼓，大桶状的器身立于长方形的座上，其下有四只支足，为商代的产物。极可能用于军事活动。至今只有两件青铜鼓被发掘出土。其一保存在日本住友泉屋博古馆。另一件则于1977年在湖北省崇阳白霓发掘出土，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





二里岗时期的两种饕餮纹



青铜斝之细部，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67号






第三章 夏商周青铜器装饰元素







夏商周青铜器装饰元素






由简入繁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可追溯到夏代末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第三期与第四期）。虽然早期的青铜器大多数完全没有纹饰或装饰，但是有极少数的青铜器却以一条或数条横向线条，或小钮状的图案，或者用混合前两者的方式装饰。








角，夏代，二里头文化



高：18.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2号


商代初期也就是二里岗时期，青铜器器身上开始出现细线状浅浮雕（一些考古学者称此为罗越“风格1”图案）以及其中央成对的杏眼图案。这些被认为是饕餮纹的原始形式。二里岗时期的中期，细线图案开始扩展成为宽带状（罗越“风格2”图案），使得饕餮纹的设计更加突出也更易辨识。

商代晚期统治者将都城迁往邻近今日河南安阳的小屯之后，青铜器的装饰图案变得越来越复杂，器壁也变得更厚。工匠开始制造满工纹饰的青铜器，这些纹饰更加清楚地与底纹区分开，并拥有明显的轮廓，使得工匠得以创造繁复精致的装饰主题。在或深或浅的浮雕图案对照下，全都呈现在指纹般螺旋云雷纹底部纹饰上。

约公元前1100年周灭商之后，最初前朝的装饰图案依旧流行。然而，商代有时令人恐怖的风格，或受祭祀鬼神所影响的神秘纹饰逐渐被华美的禽鸟凤凰图案、样貌较温和的饕餮纹以及其他兽面纹、风格抽象的龙纹等等所取代，同时也出现了纯装饰图案如旋纹或其他几何图案。这种风潮持续了整个西周，并延续了春秋与战国时期的东周，甚至直到西汉时期。青铜器上某些比较远古的图案则实为罕见。



东周春秋战国时期之青铜器用途及其技术和纹饰的变革



周王室力量式微的东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力量增强，他们开始巩固并强化自己的威望，并自行生产与拥有青铜器以彰显自身的权力、告慰祖先宗庙。因此，青铜器铸造的数量越来越多，诸侯们制作更大尺寸与更壮观造型青铜器的意图也日益增强，他们希望借此巩固并提高自己、国家与其祖先的威信。

对更复杂、更多精美装饰之青铜器的需求，促进了铸造方法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可能是春秋时期使用的失蜡法。

到了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工匠施于青铜器上的纹饰有了很大的改变。之前的商代与西周，饕餮纹、凤凰纹、夔纹频繁出现于青铜器上；此时的青铜器上却经常出现精细复杂的几何图案，缠绕上升的龙以及狩猎、采集、捕鱼与公共祭祀仪式等场面，后者均源于当时真实生活景象的描绘。



作为王权象征以及王室祭祀礼仪的青铜器



青铜器（特别是青铜三足鼎）在上古时期即被视为神圣之器，是天授王权与拥有无上权力者祭天资格的象征。“禹铸九鼎”象征了上天将天命授予夏禹和其继任者。中国古代历史记载，夏王朝当道德败坏沦丧之际，也就失去了上天的庇佑与厚爱，九鼎便落入取而代之的商朝之手。数百年之后，商失德，九鼎则被周王室获得，一直保有九鼎直到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再获九鼎。

因此，中国古代，唯有统治者得以拥有并且在公开祭祀中使用鼎这一神器，这样的双重意义提醒百姓，其统治者受绝对天命，并有助于统治者与上天和自然的力量接触，以祈求国家与百姓的福祉。由此，统治者受到了上天、鬼神与祖先的庇佑，能统御自然、风调雨顺，进而确保辖下万物滋生、无灾无祸，国泰民安，千秋万世。



古代青铜礼器上装饰元素的作用



中国古代尤其是上古三代，极重视祭祀上天、鬼神与祖先，同时也重视对于重大事件占卜以预知吉凶。青铜器上的纹饰本身被认为用来抵消来自于神鬼世界或是自然界的不吉力量，它不仅仅有助于主祭的统治者与鬼神世界的接触，而且若在祭祀时正确使用，鬼神与祖先更能赋予统治者克服与掌控邪恶与消极因素的能力，进而增进平安吉祥。

这些神圣器物上的装饰当然也能产生视觉上的冲击力，有助于营造祭祀场所的气氛，增强仪式的庄重感，使旁观者对主祭者、鬼神与祖先的威仪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敬畏之心。



当今大中华圈的古代信仰遗风



趋吉避凶的先祖信仰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至今依然存在于大部分中国人的观念里，尽管这在表现形式上与早期青铜器有所区别。像是在宅第大门口、庙门口安置石造的或是铜铸的虎、狮、龟以及某些神话怪兽，或像是在村落或城镇隘口悬挂门神像与怪物面具以驱逐邪恶力量，增强福祉吉祥等等，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还是常见的景象，甚至延伸到如今的全球华人地区。



“饕餮”或是兽面



“饕餮”是古代中国最重要也最常见的装饰图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饕餮图案经历了许多变形与更动，但仍然非常容易辨识。无论是尺寸或比例，饕餮呈现的永远是一个神灵般的面孔，有着一双大眼和鼻梁，没有下颚，或许增添一对有力的角，有时候还多了一对三角形的耳朵。“饕餮”（或兽面）经常由两只面对面的夔龙侧身组成。






饕餮兽面的可能起源



根据古代中国神话，“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儿子。饕餮这个一无是处、令人害怕、贪婪又贪吃的怪物非常喜欢吃人。由于他实在太贪吃了，终于再也没有办法消化所有吃下肚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吞下的一个人卡在他的喉咙里而让他噎住了，结果他的下半身逐渐消失，只剩下那张贪婪的大脸，这强烈提醒所有人由于贪婪好吃与不知节制所导致的一切恶果。

有趣的是，“饕餮”这两个中国字本身各自的定义十足反映出此古代装饰元素的多面向意义。饕，部首为“食”，即“吃”的意思，其上为“号”，意思指的是“哭喊”或是像风一般的“呼吼”，表现出暴力、狂野、愤怒与凶猛。至于第二个字餮，意指对于食物与财产的贪婪；部首也是“食”，但是加上表示毁灭、消灭的“殄”，就有贪吃不知节制，因暴食而招致毁灭的意思。



饕餮，商代早期，二里岗时期



















盉，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23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20号





以侧面显示的两只面对面的夔龙构成了饕餮图案，此为第76页所示鬲鼎之细部，商代，殷墟时期



饕餮，商代，殷墟时期







a 二里岗晚期






b 殷墟时期






c 面对面的夔龙






斝，二里岗时期



高：34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67号


因此，“饕餮”合在一起代表了一个狼吞虎咽而自我伤害，凶猛吓人的怪物。饕餮的图案显著出现在祭祀鬼神与祖先的青铜礼器上，不仅用来消灾免祸、驱除可能打扰仪式进程的邪灵，更能警诫所有的参与者，尤其是提醒商朝的贵族贪吃与不知节制所招致的恶果，以及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因为商之所以能承天命而继夏之大统，就出于夏桀的暴虐无道，最终将夏朝的江山社稷断送在自己手中。



饕餮，一个过度泛指的名称



从宋代（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一直到今天，“饕餮”这个名词被任意用来形容几乎所有青铜器上出现的兽面纹饰。然而，使用“饕餮”来统称青铜器上的兽面是否适合，近年来已引起多方争论。有些考古学家与学者较喜欢使用“兽面”，有的则称此为“动物面具”。不过，“饕餮”这个名词毕竟已经被众多的学者使用了如此长久的时间，目前也确实没有任何适当的其他选择。



饕餮的青铜时代之前的起源



近似“饕餮”的奇怪图案在新石器时代，位于长江下游、中心在现今浙江省杭州之良渚文化的玉琮与钺上已经发现。这种图案很像夏代与之后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大部分有双目，鼻梁，暗示性的嘴，形状与构造从简单到复杂各有不同。

在二里头的夏代文化层里，考古学家发现以绿松石装饰的一双椭圆凸眼之青铜版饰，这可能是饕餮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

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青铜器上出现了饕餮的原始设计，最初的图案只是简单的一对大眼睛，之后逐渐发展成整个面部。

商代晚期的安阳时期（亦即众所皆知的殷墟时期），饕餮经常以某种特殊动物的样式出现，可能像是水牛或是鹿（如1934年在安阳HPKM 1004号墓发掘出土的两只方鼎上的图案），或是其他有角的动物，或是老虎，神话怪兽，有时候甚至是一张写实的人脸（如1959年于湖南省宁乡发掘出土的禾大方鼎上的图案）。在安阳，饕餮被铸成有双目、双眉、双角、单鼻，有时候也有双耳与上颚的面貌。而且通常还可视作两条侧面相对的夔龙。比较少见的情况是加上了两只动物的身体。由此可见，饕餮并不一定代表任何特定的动物，其形式也一直持续不断地变化，唯一始终不变的是那一对大眼睛。

随着周代的发展，饕餮在青铜礼器的设计上变得越来越不是那么重要，逐渐在主要纹饰的范畴中消失。





以绿松石装饰的青铜牌，夏代，二里头文化



长：14.7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号




龙纹



龙，是继饕餮纹之后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图案。

龙是许多古代中国神话的主题。根据上海博物馆前任馆长马承源与其他中国学者的看法，龙其实是蛇的变体，龙的形状与动作都是基于观察大自然里的蛇类而来的。

身为可以栖息在地上、水里甚至是天空中的生物，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至高完美力量的象征。






兼具神性与王权的龙及其与水的关系



龙代表神与帝王的高贵庄严，使得中国人对龙格外尊敬。因此龙成为帝王与王权的象征，这可从早期中国的一则有关龙的传奇中得知。

传说中，夏禹正致力于治水，将淹没大地的暴涨河流加以疏通之时，一条神龙有感于大禹的德行与不屈不挠，突然现身，以其尾奋力扇动抗水，使得洪水退去，让土地得以再次耕种。

诸如此类的传说强调了龙与水的联系，并反映出在中国古代龙还被视为水神；水是生命的来源，是农耕不可缺少的要素，而农业则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青铜器上各式各样的龙形



甲骨文这种已知中国最早的书写形式将龙描绘成：长而蜷曲的蛇身、一颗大三角形或矩形带须的头，头上还戴着类似蘑菇的有角头饰。




在青铜器上，龙大多被设计成以侧面呈现的抽象化长身灵物，这种以侧面呈现的龙被称为“夔”（或“夔龙”）。在前文里，我们已见到许多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图案均配有两只面对面的夔龙。作为青铜器上的陪衬装饰，龙也有其他风格化的造型，像是蛇状的身躯或者配上鸟首鸟喙，或者带着长尾与高鸟冠，甚至有时还可能有着一条象鼻。








龙纹，盘的细部，商代，殷墟时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80号






蝉纹，鼎的细部，商代，殷墟时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69号




蝉纹



蝉首先以装饰图案出现在古代中国的玉器上。所知最早的玉蝉属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了晚商时期，蝉开始出现在青铜器上，并在周代成为青铜器的主要纹饰之一。




对古代中国人来说，蝉象征着纯洁、正直、廉洁、不受污染，因为蝉深藏土中多年，却能丝毫不沾泥土，蜕化后还能飞上树梢、享受朝露与其他优质的养分。在远古的中国人看来，蝉体的蜕变使它成为回春、死后复生的具体象征，因此被赋予具备担任生死两界媒介的能力。

一些现代中国学者认为，对于祭祀的参与者来说，蝉纹出现在青铜器上不仅代表了器物中食物与饮料的洁净与高质量，蝉神圣的特质更代表了祭祀者与被祭祀的鬼神祖先之间的媒介。上述蝉的第二个角色，之后更是反映在东周与汉代，当时的习俗会在下葬之前将一只玉蝉放在死者的舌头上，通过这一方式进入祖先的世界。



鸮纹



过去近80年的中国考古发现显示，鸮或是鸱鸮在早于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中国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敬畏与宗教意义，而且对于鸮的崇敬延续整个夏代与商代，直到周代早期。

考古学者在陕西省华县的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出一只魅力非凡的三足鸮形陶器，而在过去30年间，东北的红山文化部落首领墓葬里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鸮形玉坠，可见夏之前文化时期鸮已具备特殊宗教内涵。





鸮形方斝，商代，殷墟时期



高：24.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74号






鸮纹，方簋的细部，商代，殷墟时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65号


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商王武丁墓靠近墓室入口处，发掘出土若干鸮形雕像，意味商代人相信鸮能够驱除邪恶或不吉，因此具有保护的作用。之后于1976年，考古学者在小屯村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发掘出土一对壮观的鸮形青铜器与若干具有鸮纹装饰的青铜器。



鸮之所以受尊敬的可能理由



根据早期中国文献，商代人敬祀一种名唤鸱鸮的特殊玄鸟，商人相信其始祖契就是鸱鸮的后代，因为契之母简狄据说吞下一只鸱鸮蛋之后便怀了契。因此，尽管在后期鸱鸮逐渐被大众看作是厄运甚至死亡的预兆，但对商代人而言，鸱鸮无疑是一种神圣的飞禽。此观点也经上述19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获得确认，有为数可观的汉白玉鸮形雕塑与饰有鸮纹的青铜器出土。

鸮有一双大而深邃的锐利眼睛，无须移动身躯即能够无碍地转动头，奇怪又阴郁的叫声，昼伏夜出的习性，迅雷般的杰出捕食技能，这些都表示鸮是具有非凡神秘力量的独特飞禽，它处于介乎活人的世界与冥府之间，可以成为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

这正是为何鸮纹成为商代与周代早期具有宗教意义的青铜器上非常重要的装饰图案，而这类青铜器不仅用于祭祀鬼神与宗庙的祖先，更被放入已逝君王与王室宗亲的墓室中。









蛇纹



蛇也是商代与之后朝代的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

蛇水陆两栖，冬眠，春季蜕皮，因此在古代中国人眼中它成为更替与重生的象征，同时连接鬼神逝者与生者的世界。

甲骨文里，蛇字出现在有关疾病或是祭牲的象形字组当中。即使是今日的中国算命术，蛇仍然受到相互矛盾的评价，有时被认为祥兆，有时被视为不吉。而梦见蛇则通常意味着即将降临灾难的恶兆，但是对于生意人来说，梦见蛇却是发大财的好兆头。






象纹



殷墟商室墓出土的甲骨文显示，商代尤其是殷墟时期，野生象不仅被王和贵族猎获，更为了各种不同的用途被豢养。此举并不令人震惊，因为从甲骨文中收集的其他资料指出，商代时中国北方的气候较今更加温暖，比现代更适合象生存。

《吕氏春秋》（秦相吕不韦所著，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也记载了商代与东夷间频繁战争期间，象群便担任骑兵的重任，发挥极大力量吓阻了敌人。

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商王室墓地考古发掘时，在殉葬坑中发现了象的遗骸。王室宗亲的墓室中，考古学家则发现了象牙饰品与象牙。1978年，在同处另一座殉葬坑中则出土了颈部系有青铜铃的小型豢养象之遗骸，再度验证了如《吕氏春秋》等古籍所称述的，象在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北方其实非常普遍。

1959年，一只商代晚期，铸有立象图案的青铜铙在地处中国南部的湖南省宁乡出土。之后，1983年在靠近宁乡的地区，另一只商代晚期的大型青铜铙出土。耐人寻味的是，此铙的两侧上部中央有着一对面朝面举鼻互触、仿佛正互相致敬的巨型大象，似乎意味着这种动物曾被圈养训练。

由此可见，对于商王与贵族而言，大象因其力量、惊人的尺寸、优雅的体态而受到尊敬，象牙更是被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认为，商代祖先之一的名字就是象。

象纹是商代青铜器中最罕见也最珍贵的装饰图案之一。此时期只有非常少数饰有象纹的青铜器被记录：现存于德国科隆美术馆的一件青铜簋，现存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一件青铜觚；还有两件青铜觥，一件存于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皇家美术馆，另一件则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原为美国收藏家布伦达治（Avery Brundage）所藏。

完全立体的立象青铜雕塑称之为象尊。象尊更为罕见，有一件极著名的象尊目前存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最特殊的一件象尊尺寸惊人（高达64厘米），来自于卡蒙多（Camondo）的旧藏，现存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

在西周早期，有些青铜器物装饰着象头与长长的象鼻，不过到了周代后半期，所有的象纹都从青铜器的装饰图案群中消失。












犀牛纹



从考古发现中得知，古代如大象、犀牛等动物生活在中国的中部与南部许多地方，包括今日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贵州、广东与广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动物的数量因为狩猎而急剧减少，气候变迁也造成它们大量死亡，所以到了唐代，中国境内的犀牛数量已非常非常稀少了。

20世纪，殷墟的商王墓出土过犀牛骨与犀牛角，到1970年代，在更早的遗址如现今浙江杭州附近的河姆渡文化中，也发掘出犀牛骨与犀牛角。

甲骨文记载，商代的王与贵族喜好狩猎犀牛，而且有时候也接受其他诸侯国尤其是南方诸国进献的犀牛。

商周时期以及之后的朝代，厚而坚韧的犀牛皮用在覆于铠甲与盾牌上，尤其珍贵。《周礼·考工记》（成书约在春秋末年与战国初年之际，约公元前5世纪）记载，包覆着公犀牛皮的铠甲可耐用达一百年。犀牛角则因其“凉热血”的药用价值与催情性而受到珍视，而且价值最高的商代与西周早期青铜饮酒器之一为“兕觥”，严格推究字义，指的就是“母犀牛”造型的器物。

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把手经常铸有犀牛头的立体造型，从古籍得知，犀牛角受到极高的重视，珍贵到足以作为向王或贵族进献的贡品。

一件极为罕见以全犀牛造型的青铜酒器属布伦达旧藏，现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犀牛纹，角的细部，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2号




蚕纹



自远古开始，中国即以养蚕而闻名全世界。根据中国传说，嫘祖，也就是中国五位史前统治者（即“五帝”）中的第一位“黄帝”（约公元前2600年左右）的配偶，为在中国养蚕植桑的第一人。1926年于山西省夏县发掘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遗址，李济（现代定义下的第一位中国考古学家、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发掘出一个陶轮与一只已部分变作化石的残余蚕体，后来经过科学分析确定这是饲养蚕茧的部分。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出土物是在黄河河谷的山腰地被发现的，该地区正是传说中这位神秘帝后嫘祖的故乡。

除了蚕在古代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之外，蚕本身对夏商周乃至以后朝代而言，更是一种极美妙、半神话的吉祥昆虫，就像蝉的生命过程，蚕对外界来说如同死去的期间，其实依然存活着，并逐渐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在其重生之前的过程中，蚕吐丝而供人类制造出衣料，在强韧、美丽与精细度上都是自然界的其他产物无法与之媲美的。








蚕纹，方座簋的细部，周代早期或中期（约公元前10世纪）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01号




龟纹



对中国人而言，从远古直到现时，龟都是长寿与吉祥的象征。根据记载，夏商周及之后的朝代里，龟是如此之珍贵与神圣，以至于只有天子与诸侯才被允许饲养龟，而且王室宗庙里为龟留有一特别之室，龟的重要性就如同鼎一样，被看作是国宝、具备神力的神圣生物。

古代甚至现代的风水师眼中，龟一直有能力帮助人类预测未来，作为人与神、鬼之间媒介的神话动物，或许更重要的是，龟具备转危为安、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

商代人使用龟甲与其他兽骨作占卜记录并不是出于偶然。他们占卜就是需要寻求鬼神与祖先的协助来判定所有重大计划行动的吉凶，包括作战、结盟、婚嫁、企图重获逃走的奴隶、着手耕作等等。

早在商代的二里岗时期，龟就像龙与鱼，经常被作为在祭祀用的大型青铜盘内部之装饰图案，意味着龟与水和冥府的吉祥关系。








龟纹，盘的细部，商代，二里岗时期



为第81页之图片局部






鱼纹，盘的细部，商代，二里岗时期



为第81页之图片局部




鱼纹



古代中国的许多神话经常提及鱼化龙的故事。鱼代表转化成为高贵帝王象征之龙的潜力。还有汉字“鱼”与代表丰收的“余”字发音相同。很可能使鱼纹从古至今，始终是任何中国艺术形式中深受欢迎的装饰。

1930年代在今河南安阳殷墟商王室墓考古时，于商王武丁墓里发现许多小型精细雕刻的玉鱼。1976年其他考古学家则在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发掘出类似的玉鱼。

商代与西周时期，鱼纹以辅助纹饰的角色出现在青铜器上，大多位于器物的内侧，至于大型深碟状的青铜盘则内外侧都饰有鱼形图案。

在纹饰风格革新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写实的鱼纹有时也出现在用于盛水或盛酒的高青铜器上，与鸭或其他动物并列。一件尤其精美的实例是一花瓶状的青铜器，属于东波斋的收藏，曾于2011年于希拉克总统位于萨朗的美术馆展出。

立体鱼形铸造的青铜器十分罕见，不过，1988年在陕西省宝鸡出土了一件鱼尊，神圣的鲤鱼以四只人腿形式的支足撑托，此器现存于宝鸡博物馆。









神鸟凤凰纹



商代，鸟纹通常扮演青铜礼器上的辅助纹饰角色，以带着长尾或短尾、长冠或是短冠的小鸟形式出现。

然而，到了西周时期，鸟纹在青铜器的纹饰上变得更重要，尺寸也变得更大，尤其是穆王（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共王（约公元前922年至公元前899年）在位之时，鸟纹成为许多器物上的主要装饰图案，成功取代了饕餮的重要位置。这种大型鸟类或者凤凰图案是青铜器角色转变时期的特色，虽然青铜器依旧用于对鬼神与祖先的祭祀仪式中，但也为了纪念王公贵族或是特权阶级中的其他成员的生活大事，如接受王室勋爵、赠礼之类，或家族婚礼、打胜仗等等而铸造。




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神话般的凤凰是一种极好的神鸟，是吉祥的预兆，也是神话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媒介。绝美、优雅、羽毛丰盛的长尾飞禽最后演变为女王、皇后、妻子与理想女性的象征。即使到了今日，所有中华文化触及的区域，婚礼公告与装饰都会出现象征新人成婚的龙凤图案，无论他们的地位高低。





鸟纹，卣的细部，西周早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31号


根据古代中国哲学、风水、医学所赖以为基本的“五行”理论，五神兽中的朱雀，许多人相信指的就是凤凰。朱雀作为南方的守护神鸟，“五行”中代表火，代表夏季与开花结果的过程，这些均为发生在初夏与仲夏之间的现象。





鸟纹，尊，西周中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93号


在商代与西周早期，不少的器物铸有凤凰的立姿。饰有凤纹的青铜佳作现保存于耶鲁大学美术馆、伦敦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美术馆以及美国明尼亚波里艺术学院。






鹿纹



鹿的高雅外形与优雅动作，尤其是俊俏的峥嵘鹿角高度美化了雄鹿的面部，再加上雄鹿春季时鹿角自然脱落并长出新角的神奇力量，更使得鹿格外不同于其他野生动物。在古代中国人眼中，鹿，尤其是有着神话般超自然特色的鹿角，成为一种吉祥的象征。加诸鹿与鹿角的神圣性与超凡脱俗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鹿角与龟甲、水牛骨共同用于占卜。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许多商代与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饕餮都加上鹿角作为装饰的理由所在。




事实上，“鹿”字的发音与代表王公和官位的“禄”字相同，这也使得鹿成为居高位享厚禄的政治权力象征，是理想生活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之一，而其他两大要素则是“福”（代表好运）与“寿”（意味健康长寿）。





鹿纹，商代，殷墟时期



河南安阳，第1004号王墓






水牛尊或牛尊，商代



高：14厘米，长：19厘米，河南博物院收藏




水牛纹



中国作家与学者张之杰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甲骨文里出现的牛字，通常翻译为牛或是阉过的公牛，其实指涉的是畜养的水牛，完全不是商代人捕猎而来的任何野生牛或其他野兽。因此，直到夏代与商代，畜养水牛已是中国人农耕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并被看作是财富的象征。水牛这种强壮又温和的动物借着其劳动力，为国家与民众的福利与财富做贡献。




成书于东周与汉代的史书描述商代时特别强调，对于商代的统治者而言，“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祭祀与战争。）甲骨文记载，商代频繁的祭祀中，水牛是牺牲的主要祭品，因此连“牺牲”（被屠宰作为祭祀供品的兽类）这两个汉字都是以水牛为部首，再搭配用来表示发音的羲与生（牛＋羲＝牺；牛＋生＝牲）；而牲字如果单独使用，则表示畜养的动物。

祭祀与水牛之间的关联或许可以说明为何水牛头的装饰经常出现在商代与西周的青铜礼器上，如爵、斝、簋。

在极罕见的实例里，一件呈现了水牛完整立体形状的青铜器，即“水牛尊”或是“牛尊”，在1977年于湖南省衡阳发掘出土，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羊纹



对中国人而言，与其他古代文化相同，绵羊、公羊或是山羊（因为羊这个中国字单独使用可以指涉上述三种羊），或许是因为其肥沃的身躯以及羊毛的质量，一直是幸福与财富的象征。

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羊这种动物意味着更多的意义。古代中国史籍记载，有中国司法鼻祖之称的皋陶（或作皋繇）曾担任古代三位先王尧、舜、禹的臣子，他非常称许羊这种动物，因为羔羊喝母羊乳时总是恭敬地跪着，所以羊是孝道的典范。




古代中国人亦认为羊是极纯洁高贵的动物，以至于可以作为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也认为羊是一种吉兽，这从甲骨文中的“羊”字也用来作为代表吉祥的祥字可以得到确认。即使是我们身处的今天，成语“三羊开泰”经常出现于高挂门口、办公室与一般住家的书法对联上，特别是中国羊年的时候。





羊纹，方鼎之细部，商代，殷墟时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78号


商代与西周早期，公羊的图案总是以辅助装饰出现在青铜器物上。在比较罕见的实例里，带着突出羊角的公羊被铸成器物的主要图案。不过，也许至今可见青铜器上最特殊公羊图案应属高58.5厘米的巨大青铜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的黄材。它饰有以四只背对背的带着卷曲羊角的公羊，其羊头突出于器物的四个角落，有力的前胸与四条腿则在下方以浮雕显示。

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件大型青铜双羊尊，是以一对面朝外、带有雄伟羊角、挺拔前胸的立姿公羊为饰铸成的器物，两只羊共同撑起一个高高耸起的器腹。



虎纹



对中国人而言，虎一直是有形的与形而上力量的象征，具有非比寻常的强壮、聪明、行动敏捷、勇敢无惧，以及王者般的外形；一般认为虎能够直接与天地沟通，并且能担任此两者与人类的互动媒介，也能驱除邪恶力量以保护人类。通过运用各种不同的虎纹图案，中国的统治者与武士都喜欢将虎的威严尊贵纳为自身的力量，而一般百姓则将虎纹作为驱除不吉事物进入家门的护身符，并召唤虎的神圣来保护他们自己与其子孙。

在商代，虎纹有时出现在青铜器上，尤其是觥的部分设计与鼎的把手，这样的实例在1973年与1975年之间于江西清江被发掘出土。著名的后母戊方鼎，其耳也铸有虎纹。




商代，以完整立体虎形铸成的青铜器很罕见。其中最精美也最著名的实例是两件“虎食人”卣，以坐虎铸成，有一人从虎张开的口中浮现。其中一只现存于巴黎的羽球（Cernuschi）美术馆，另一只则为日本的住友泉屋美术馆收藏。1989年，一件令人赞叹、造型生动、全身奔跑状的大型虎形青铜器，在江西大洋洲新干商代墓中发掘出土。





马饰，商代，殷墟时期




马纹



夏商周三代，中国本土的马并不如大象或秦汉与后朝由外国引进的马那般优雅与美丽，反而是矮小、粗颈、大耳的动物。尽管如此，由于其速度、力量与活力以及其在战争中的重要性，马依旧被中国人高度重视，在活力上经常与龙比较。

马纹在早期的青铜器上并不十分常见，但是中国过去80年间出土的商代与西周青铜器却有若干青铜马纹器物。1955年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期青铜马尊（陕西眉县），尊上还铸有极长的铭文，目前保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兔纹



由于其温和的本性、灵活的动作以及生殖能力，在古代中国人眼中，野兔或兔子成为温和、高贵与多产的象征。




虽然不常见，野兔或兔子有时以辅助装饰图案的角色出现在商代与西周的青铜器上。一件特别吸引人的实例是1971年在河南洛阳发掘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觯，器身中央饰有带状的生动兔子侧面。

立体兔形的青铜器非常罕见，已知的有一件为1992年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的、写实性极强的兔尊。




商周时期的几何纹






雷纹



雷纹是从商代到西周的青铜器上最常见的辅助纹饰。雷纹指的是铸成圆形或方形类似指纹的螺旋纹，通常作为填补主要纹饰周围的空间之用。



冏纹






冏纹，又称为火光纹，或是涡纹，是从早商的二里岗时期一直到西周时期都十分普遍的纹饰。根据中国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的看法，冏纹或火光纹是火神的象征。火神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诸神之一，在夏商周三代作为火源而广泛受到祭祀崇拜，火是上天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之一。

冏纹这个词在《周礼·考工记》（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公元前5世纪）当中有记载，定义冏纹为圆形的旋涡状火焰。





青铜斝之冏纹，商代，二里岗晚期与殷墟早期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70号




窃曲纹






窃曲，其形状略为类似倒下的倾斜”S”字母，其内部中心的圆形部位宛若一只眼睛或是带着光芒的太阳。用来描述这种图案的最早记载见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有些学者认为窃曲纹自古代抽象化的鸟纹或龙纹演化而来。





青铜簋之重环纹，西周晚期（约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06号




重环纹






重环纹几乎与窃曲纹同样盛行于西周的青铜器上，是由长而链接的双边图案构成，并由较小的半椭圆双边图案区隔开来。重环纹大多用于装饰器物的边与盖子。



波曲纹或环带纹






这种相当抽象的图案盛行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12或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经常作为大鼎的中部图案。环带纹由高低起伏的波浪曲线与较小的弯曲钩状图案构成，极适合作为整个器身或是器物的大面积部分的装饰。





方甗之波曲纹，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约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94号




蟠虺纹（蟠虺，发音为Panhui）






中文里的虺字指的是毒蛇，不过，现在很难断定古代中国的设计者是否以此图案来代表小毒蛇。

无论如何，蟠虺纹由许多密集蜿蜒而风格化的小蛇形图案不断重复组合而成，大面积覆盖于器身上时，能够营造出华美的效果。



蟠魑纹（蟠魑，发音为Panchi）






这种图案由连续不断交错盘绕的魑龙（指无角的龙）所构成，以头部相触、尾部连结形成隆起状的结节或是类似的图案。

蟠魑纹盛行于战国（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早期，普遍用于装饰青铜器的器身大部分面积。





蟠魑纹，第28页图片中之鼎的细部




羽纹






根据今日许多学者的看法，这种图案是由许多小而交织的羽毛组合成，在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十分流行。其他学者则相信这种图案是由小的碎浪头或相互联结的小龙组成，只有风格化的爪子与头部依稀可见。





第四章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








爵，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15.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63号






爵，商代，二里岗时期



高：15.5厘米，玫茵堂收藏，编号第163号





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




早自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中国典籍与官方史书即关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夏商周青铜礼器研究所显现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最可能是基于对周代的崇敬而产生的，周代的统治与政治哲学形式受到儒家、汉帝国集权哲学与之后中国各朝代的向往；如此的兴趣也由当时因洪水、地震、泥石流，以及为了兴建陵寝、庙宇、建筑物或是凿井，导致大量的古代青铜器意外出土而产生。

这些古物的发现受到极大的重视，被《汉书》（汉朝官方史书）记载讨论。第一份记录下来的古代青铜器的发现是于公元前116年出土了一件大鼎，此事件非同小可，并被当时的君王视为祥瑞之兆。汉武帝（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7年）因而将其于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0年治理期间之年号改为“元鼎”，意谓“元初之鼎”。元鼎四年六月（公元前113年），上天似乎为了再次支持他的信仰与决定，另一件大型的周鼎在河东汾阴出土。汾阴即今日的山西宝鼎，位于山西万荣县西南，此事亦备受重视，记载于《汉书》之中。接下来的几世纪中，若干出土发掘又让大量古代青铜器重见天日，而这样的发现也一直被视为是上天保佑帝王国祚的祥瑞象征。

唐代（公元618年至907年）与宋代（公元960年至1279年），此类出土发现变得更为普遍，部分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中国既富且强，进行了许多公共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意外挖掘到古物。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则是唐代许多新建陵寝的选择地刚好坐落于古代陵寝的遗址上，建造过程中，遗址被意外挖开，进而导致古物出土。

清代（公元1644年至1911年）末年，铁路的修建更导致许多原本藏有大量青铜器的古代墓葬被发现。不过，或许就古代青铜器、铭文等而言，最重要的发现还是19世纪末的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至1909年），当时大量的水土流失造成位于靠近现今河南安阳小屯的商代帝王陵寝被发现。接下来则是20世纪初由中央研究院主持的15次殷墟科学挖掘。从1928年至1937年，所有在此处进行的考古工作因日本侵华而被迫中断。



1. 早期对于古代青铜器的系统性研究



通过早自周代（约公元前12世纪/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的上古文字记载，如《周礼》、《仪礼》与《礼记》，我们可发现关于青铜礼器及详细描述其使用的参考记录。

汉代的《说文解字》与《尔雅》皆包含了青铜礼器的记录材料。

● 《尔雅》，为中国所知最早的词典类百科全书，极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编纂而成，所辑文从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末期至西汉初期，《尔雅》分为十九篇，第一篇是论同义字，第二篇是论极近义字群，第三篇则是论主题词群，《尔雅》第六篇讨论日常用具、食物、衣着，其中包含丰富的古代青铜器资料。

● 《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卒于公元149年）所著的字典，特色之一在于详尽描述了礼器的形状并解释其用途。这本富含珍贵信息、极为重要之书至今依旧被视为后续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基础。

公元5世纪，集诗人、政治家与历史学者于一身的沈约（公元441年至513年）在其著作《符瑞志》（此书稍后列于其奉召所修之《宋书》当中，《宋书》为南朝时期之宋朝史书）中提及15次，总计出土发现41件古代青铜器。



2. 宋代的研究



唐朝之后的宋代（公元960至1279年），对于古物与铭文的收集与研究达到了高峰，中国古物研究学者进行了对于青铜器的首次科学研究。完成当时发现的所有青铜器之清点盘查之后，若干学者将包括各种已知青铜器的绘图与描述之文献加以编纂分类，如遇青铜器上有铭文者，则一并对铭文详加诠释说明。

成书于宋代并流传至今的三十余本论青铜器的专书当中，最重要者如下：

● 《先秦古器图》：此书可能是第一本古代青铜器绘图书，由宋代翰林学士刘敞（公元1019年至1068年）所著。刘敞与宋代文学家、诗人、政治家暨历史学者欧阳修携手收集并研究数量惊人的古代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离西周都城“镐京”不远，镐京位于现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

● 《集古录跋尾》：由欧阳修（公元1007至1072年）编著，被学者视为第一本针对当时19件知名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专书。此书资料涵盖了每件青铜器的发现地点、形状、尺寸以及铭文的抄录。欧阳修此书受刘敞著作影响甚深。

● 《考古图》：北宋学者吕大临（公元1040年至1092年）著，于公元1092年付梓，可能是宋代保存之最早亦最重要的此类目录。此书载210件青铜器与古物以及13件玉器的描述与绘图，年代从商代至汉代，囊括王室收藏与十余家当时的私人收藏。书中所辑之210件青铜器中，有148件被认为是商周时期，吕大临依据其形状而做出如此认定，然后再谨慎仔细记录每件古物的尺寸、重量、铭文等，并指出器物可能的发现地点与其他来源出处细节。他亦遍研古籍如《吕氏春秋》、《周礼》、《尔雅》等以确定青铜器与纹饰的名称与用途。吕大临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成为此类编目的开拓者，而后世皆以此书作为其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及其形态学等等之基础。

● 《宣和博古图》：此书于公元1107年与1123年（或1125年）间编纂、修订，之后扩编，由宋徽宗（公元1101年至1125年）时的少宰王黼（公元1079年至1126年）所主持。在此极为重要的一书中，王黼与其助手不仅记录了839件依照其形式所分类的青铜器，并制表、描述、绘图与勾勒青铜器上铭文，这些青铜器皆来自宋代皇室与私人的收藏。在对青铜器名称仔细研究并审慎比对古代文献后，王黼为大部分的青铜器形状与纹饰制定了专门用语。

不幸的是，书中某些青铜器如今被认为是早期青铜器的后来仿品。

尽管存在着一些缺点，一般皆同意宋代古物学者着实对于青铜器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探究，并发表了出色翔实的研究成果，显然此举在其后的朝代中并非常规，尤其在明代。除了一些错误之外，有时候甚至只是极细微的错误，宋代古物学者所制定的青铜器分类方法、类别系统与专门用语构成了我们现代类别系统与专门用语的基础。举例来说，宋代古物学者在古代文献中有所发现、之后体系化的青铜器名称，例如鼎、鬲、爵、斝、盘等等礼器，以及像是雷纹与饕餮分别指代由旋纹与圆圈所组成的图案和动物面具图案等，上述这些专门用语直到今日仍被学者们所使用。



3. 明代的研究



另一方面，明代（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古物专家与学者似乎对于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兴趣不大，即便其中有人真的涉足于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不若宋代学者那般严格精准。有些学者认为，如此对于青铜器细节缺乏兴趣与关注肇因于南宋（公元1127年至1279年）与明代（公元1368年至1644年）的政府都批准熔化古代青铜器和佛像等，用来当作制造武器与钱币的原料。这在中央政府面临北方蛮夷进犯威胁时尤为普遍，以至于青铜器破坏严重，可供第一手研究的材料不足。



4. 清代的研究与最早的收藏家



清代（公元1644年至1911年），特别是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公元1736至1796年），对于古代青铜器的兴趣再度兴起，为古代青铜器与铭文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推动力。此时期亦形成了许多重要私人收藏，数量可观的著作与目录亦于此时付梓，包括下列：

● 《西清四鉴》，由最伟大的古物专家、鉴赏家与收藏家清乾隆皇帝（公元1736年至1796年在位）下令于1749年至1779年间编纂，旨在效仿北宋徽宗享誉盛名的《宣和博古图》。

此部书的名称“西清”缘于“清宫南书房”，此处正是《西清四鉴》编纂的所在，最后一个“鉴”字，则意味着鉴赏、鉴定，或两者兼之。

《西清四鉴》共四部，收有4074件清代宫廷收藏之自商代至唐代的铜器，每件皆加以编号、绘图、仔细说明、记录尺寸与重量，若铜器上有铭文，则描写铭文并附上释文。

全书96卷的《西清四鉴》由以下诸书组成：

● 《西清古鉴》，共40卷，详列1529件收藏于北京皇宫内从商代到唐代的青铜器。此书在公元1749年至1755年间于翰林院由梁诗正与其他皇室学者奉乾隆皇帝之命令共同编纂。不幸的是，许多青铜器今日考证为出自于后代的仿制，其中不少是在宋代制作的。

● 约38年之后，公元1793年，《西清古鉴》的两部续篇，各20卷的《西清续鉴甲篇》与《西清续鉴乙篇》在乾隆皇帝的命令下，由高官学者王杰（公元1725年至1805年）与其他学者编纂完成。《西清续鉴甲篇》的20册中，原本944件收藏于北京皇宫中尚未编录的青铜器被逐一加以编号、绘图、仔细说明、记录尺寸与重量，若青铜器上有铭文，则记录铭文并附上释文，体例与梁诗正38年前率领众学者所做的相同。《西清续鉴乙篇》则记录了清皇室在盛京（奉天）行宫收藏的另外900件青铜器。奉天在现今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沈阳。

● 此部书的最后16卷为《宁寿鉴古》，编纂时间与《西清续鉴甲篇》及《西清续鉴乙篇》相同。701件收藏于北京皇宫中的宁寿宫、从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被逐一加以编号、绘图、仔细说明、记录尺寸与重量，若青铜器上有铭文，则录下铭文并附上释文。

清代的私人收藏家中，亦有不少收藏研究并出版严谨著作的，以下为最著名者：

● 钱大昕（公元1728年至1804年），清代乾隆年间的博学之士，为当时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与语言学家之一，任提督广东学政。钱氏对于音韵学、词源学与碑铭研究具有特殊兴趣。身为古代铭文专家，他收集并拥有超过两千件青铜器铭文与石刻拓印。他著作等身，其中的《金石文字目录》是青铜器铭文与石刻字典，至今仍受到多方查阅。

● 朱筠（公元1729年至1780年），学者、古书收藏家与古代书法鉴定专家。此君自认为是首位青铜器铭文专家，并与阮元合作无间。

● 钱坫（公元1741年至1806年），清儒及古代金石学家钱大昕（公元1728至1804年）之侄，为清代卓越之《说文》学者，也是书法家与狂热的古代青铜器收藏家。他收藏的49件青铜器记录在其1796年付梓的著作《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当中，包含此49件青铜器的绘图与度量衡，并附有铭文与释文。

● 吴东发（公元1747年至1803年），此君今日以其画作和书法享有盛名，但亦是金石文字方面的杰出学者，尤其是石刻与金文。著有《商周文字拾遗》。

● 孔广森（公元1752年至1786年），孔子70代孙，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擅长《春秋》与《大戴礼记》，在其著作《春秋公羊通义》与《大戴礼记补注》中，大量引用金文以佐证其论述。

● 阮元（公元1764年至1849年），清代极重要的学者与青铜器收藏家。其著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扉页上注明出版于1804年，记录并研究了550件金文，附有释文与批注，而其中亦得力于同时期学者如吴东发、朱筠等人的协助。

● 徐同柏（公元1775年至1854年），清代杰出学者与青铜器收藏家。其收藏包括许多古代器物，不过由于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爆发引起的混乱以及之后的太平天国（1851年至1864年），关于其收藏的著作仅有一本于1906年出版，此时已距离其过世达半世纪之久，该书名为《从古堂款识学》。

● 吴式芬（公元1796年至1856年），此君早先编纂含有1334件金文的专著《攈古录金文》，但迟至其逝世之后的1895年才出版，也是因为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与太平天国（1851年至1864年）所造成的混乱情势导致。

● 方浚益（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899年），其著作《缀遗斋彝器款识考据》记录了1382件金文，但该书迟至1935年才出版。

● 陈介祺（公元1813年至1884年），可能是清代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之一，私人拥有130至140件青铜器。他撰写名为《簠斋集金录》的收藏目录，其中包含188件铭文，于1918年出版。

● 潘祖荫（公元1830年至1890年），知名晚清大臣、书法家、青铜器收藏家。潘氏私人收藏数百件古代青铜器。其中的50件青铜器发表于《攀古楼彝器款识》，于1972年出版。

● 吴大澂（公元1835年至1902年），清代高官，收藏青铜器与玉器。1048件商周金文收录在其于1916年出版之著作《愙斋集古录》中。

● 端方（公元1861年至1911年），满洲正白旗人，清代高官、政治家、学者、金石学家、青铜器收藏家。其于1908年出版著作《陶斋吉金录》，这是中国第一本以新式雕刻再现印刷技术出版的青铜研究著作。



5. 现代研究




甲骨文的发现


19世纪末，不寻常的发现深深影响与改变了所有对于古代青铜器的研究。约1890年，出于无知而被称为“龙骨”的中药出现在众多的中药铺里，这些“龙骨”被磨成粉来入药。其中许多“龙骨”十分不寻常，上面有中国早期文字铭刻。这种形式的文字后来的中文专用名称为“甲骨文”，因为这些铭文都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英文名称则是oracle bone writing（神谕兽骨文字），这是因为铭文的内容大都是专门求问神鬼的占卜，回答则都是关于当时统治者计划采取某些活动的吉凶可能性。

1899年，中药铺出售的“龙骨”引起了王懿荣（公元1840年至1900年）的注意，王氏为著名古物学者与古文书学家，认出了“龙骨”上的那些标记其实是文字。他与其他学者，包括刘鹗与孙诒让立刻明白“龙骨”上的文字与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关。


找寻更多的甲骨


几年之后的1928年与1937年的十年间，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建立以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其下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系派考古学者董作宾、李济与其他学者领队，在“甲骨”来源地以及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墟”所在地河南安阳进行了15次科学勘探发掘。归功这些考古发掘，又有24918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出土。

在发现刻有占卜记录的“龙骨”（即“甲骨”）以及中研院在河南进一步重大发现的冲击刺激下，20世纪许多中国与外国学者纷纷对于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下列为若干卓越学者：

● 罗振玉（公元1868年至1940年），为首先对于新发现的甲骨文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先后出版了三本甲骨文汇编：《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精华》、《殷墟书契后编》。罗氏对金文也广泛研究，其研究成果最重要的著作为1937年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收集现存夏商周三代的铜器铭文），书中他记录了4831件铭文，是当时此类记录的最全收集。直到今日，此书依旧是所有专家的首要参考材料。

● 王国维（公元1877年至1927年），在一趟与其师友罗振玉同行日本之旅后，王氏开始对青铜器产生极大的兴趣。他是第一位试图运用金文资料为商周两代的历史带来新发现的学者。靠着亲自从青铜器铭文上收集来的讯息，王氏对于商代与周代早期历史做出重大贡献，其中之一是成功地证明商代的历史要比其他学者之前所公认的时间还要早一千年。王氏也让学界对于周代历史、地理、祭祀，尤其在周历谱方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而此举使得古代帝王统治、金文等等的编年有着更可能的准确度。

● 郭沫若（公元1892年至1978年），专研文献考古学，对于中国古代社会采取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分析，利用古代青铜器的信息推断西周社会是奴隶基础的社会。尽管有一定的偏见，郭氏确实对于甲骨文、金文等做了广泛的研究，也是首位对于人名、文字、形状与装饰的风格等等进行系统历史分析与综合研究的学者，其研究也使确定其所研究的青铜器之年代成为可能。身为一位极度高产的作者，郭氏一生著作等身。

● 陈梦家（公元1911年至1966年），跟随郭沫若的脚步，为青铜器作相关性的归类建立标准，并进一步发展出一套方法论，其研究中包含许多在二战末期与1950年代早期之间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陈氏不仅将青铜器的现代研究置于更加健全完善的基础上，其研究亦让今人对于西周的社会、政府、地理与疆域扩展有了更好的了解。

身为文革（公元1966年至1976年）受害者之一，陈梦家于1966年9月自尽身亡，为他替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一生提早画下了悲剧性的句号。

● 容庚（公元1894年至1983年），自幼即对古代中国文字研究产生兴趣，稚龄即成为著名考古学者罗振玉的学生。1926年自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容氏开始在中国数所大学任教。其于1925年出版的巨作《金文编》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权威考古书籍，不过容庚对于青铜器及金文研究界最重要的贡献或许是其所著的《商周青铜彝器通考》，1941年出版，全书共分两册，一为正文，一为图版。

西方学者当中最杰出者为以下三位：

● 戴遂良（全名Georges Frédéric Léon Wieger，公元1856年至1933年），1856年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的史特拉斯堡。Wieger是一位医生与耶稣会神父，成年之后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中国，撰写许多专论中国语言、中国民俗、佛教、道教等等的书籍，其中一本极受好评的论中国文字著作《中国字》（Caractères chinois）后来以英文出版，英文书名为《中国字：起源、词源学、历史、分类与意义》（Chinese Characters：Their Origin，Etymology，History，Classification and Signification）。

● 高本汉（Bernhard Karlgern，公元1899年至1978年），瑞典汉学家与语言学家，是利用现代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音韵学的先驱，而且亦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多年。他尝试根据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风格与装饰来对青铜器分类，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罗越（Max Loehr，公元1903年至1988年），享誉卓著的青铜器、玉器与中国绘画专家，也是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与哈佛美术馆馆长。罗越教授是其时代最杰出的外国艺术历史学家。1953年他出版了论商代青铜器的巨作，其中，他根据纹饰的风格分析，将青铜器加以区分并判定年代：

○ 风格一：细线浅浮雕阳纹。

○ 风格二：深刻宽带纹。

○ 风格三：装饰性线条纹饰。

○ 风格四：主纹和地纹的区别。

○ 风格五：繁复华丽的高凸浮雕。

由罗越教授首创的商代青铜器纹饰编年演进的正确性，于日后的考古发现中获得了确认。

日本有两位学者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铭文的研究上，也做出意义非凡的重大贡献：

● 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公元1893年至1983年），对日本、韩国与中国的考古学有极深的钻研，尤其专长古代青铜器研究。梅原教授1933年至1956年间任教于京都大学考古系。其大量关于商周青铜器、战国、汉代与后汉铜镜的著作，以及汉代漆器的研究，信息丰富并包含重要的细节，皆是非常卓越的成就，著作中大部分的资料都是梅原教授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访问中国时所收集而来。

● 白川静（Shirakawa Shizuka，公元1910年至2006年），日本现代最知名也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字与古代青铜器铭文及其与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关联等等之研究。在其著作《金文通释》与《金文世界》中，白川教授讨论了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发展、最新的考古发现、金文研究的推进以及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的认知。

除了在中国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与文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外，白川教授也以日文撰写了许多探讨日文汉字起源、历史、意义，以及汉字在日本语言和社会中所造成的冲击之专著。





伪觯，1920年至1940年间，王德山于北京仿制






第五章　历代青铜伪器














伪鼎，于20世纪早期仿制


如同艺术界的情形一样，只要某类东西受到欢迎而且变得极具金钱价值，伪制品，其中有些甚至制作极为精美的，就会出现在市场上。



早期伪器



中国青铜器的世界里，制造伪器的历史至少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鴈往，齐人曰：‘鴈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之。’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这段文字叙述，齐国攻打鲁国，索取鲁国的谗鼎，鲁国送去一只假谗鼎。齐国人说此鼎是假的，鲁国人坚持是真的。齐国人表示请乐正子春来齐国验证此鼎是否为真，齐国人将会相信乐正子春的判断。鲁国国君请乐正子春去齐国，乐正子春问鲁君为何不拿真的鼎送给齐国，鲁君说因为自己很爱这只真的鼎，乐正子春则表示：“我更爱我自己的信誉。”迫使鲁君无奈只得将他珍爱的鼎送给齐国。

从上述关于春秋时代鲁国国君的文字可得知，当时制作伪器的动机并不在于贩卖牟利，而是在于珍贵青铜器的拥有者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免于被力量更强大的邻国征收。

另一个有关伪器制造的例子则是，行骗方士新垣平为了得到西汉文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6年）的欢心眷顾，造假成功却终被识破的故事。造假的一个缘由在于，如同上述所言，遵奉儒家思想的汉代以及之后的诸多朝代对于古代器物，特别是周代的青铜器，有着无上的崇敬，而突然间再度出现古代青铜器均被视为上天保佑国祚的祥瑞之兆。

《史记》的《孝文本纪》与《封禅书》中，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年）记载了擅长于望气与看风水的新垣平，企图借着利用迷信来欺骗西汉文帝以博取更多的财富与政治势力。新垣平秘密命工匠制造了非常可能会让文帝获得福祉的伪器，上面刻有上天将赐文帝长寿与昌盛国运的迹象。其中一件伪器是一只刻着“人主延寿”铭文的古玉杯，他可能还造了另一件大型的青铜鼎，新垣平甚至事先将鼎埋在邻近汾阴之处。

新垣平成功地将刻有铭文的玉杯呈献给得意洋洋的文帝，文帝为表达谢意，立刻给新垣平加官晋爵。然而，新垣平好景不长，稍后两位忠臣张苍与张释之请人上书告发新垣平的诈骗，终使文帝相信自己为新垣平所蒙蔽。

历史记载新垣平与其整个家族，包含其妻之家族，后来悉数遭到灭门。不过，根据司马迁所撰，新垣平预告的周鼎始终不曾被发现。数十年之后，汉武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6年）的元鼎四年六月才在汾阴出土了一只大鼎，《汉书》还正式记载了当时这个被认为是上天赐福的吉兆！



宋代伪器



宋代帝王与文人笃信儒术并热爱古物，尤其是周代的古物，于是在他们的需求下，宋代的工匠仿制了为数可观的仿古青铜器。这些伪器分为两类：仔细考究模仿真正的商周青铜器，其他则是模仿商周青铜器的外形，再加上当时流行的设计图案或是适合宋代品位的新创造。第二类的伪器受到宋代艺术的形式影响，通常镶嵌金银图案为装饰。

宋代仿制的这两类伪青铜器通常比较重，金属表面的光洁度较暗，最后的修饰较粗糙，装饰图案也比真正的商周青铜器模糊。伪器上的绿铜锈则多半是贴在铜器表面，由绿松石粉末为基础再掺入些许红锈与绿锈。如果伪器刻有铭文，则完全仿自真正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但是不若真品深入金属表面。



元代伪器



元代的仿制技术有了进步。河南、山东以及山西的工匠以其作品的高质量而闻名。他们所制的仿件极为精湛，以至于竟不被察觉地列入王室收藏，如今还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尽管元代的仿制技术大为改善，然而这些伪器与真正的商周青铜器相较之下依旧质量差劣。形式笨拙，装饰图案铸造不够精准，铜锈的品质更是平庸。元代伪器的特色在于装饰上似是而非，无法与真正的商周青铜器相比。



明代伪器



明代仿制的伪器大多深具商周古风，但却又因为其以金银镶嵌的过分雕琢之装饰性质而背离其仿制的初衷。

这些明代仿器确实铸造精美且具备高质量，不过大部分的装饰图案均属虚构，与商周青铜器的真正样式完全相异。这些青铜器并不属于用来愚弄不谙此道者的伪造品，反而应该是从古青铜器中汲取灵感的艺术创作。这或许能解释当时某些工匠，包括胡文明、张鸣岐以及石叟深受欢迎的原因，他们的创作始终受到极高的赏识与探究，甚至直到今日。



清代伪器



清代，尤其是乾隆时期（公元1736年至1796年），仿制品更加精致，数量也更多。装饰仍循古风，但是明显经过修饰，采用金、银或是半宝石的镶嵌十分普遍。



民国时期之伪器



其实一直要到公元1911年民国肇建之后，以欺骗买家、藏家、古董商甚至专家、学者为目的而制造青铜伪器的时代才真正开始。这个伪器制作的黄金时期大约是1920年到1938年之间。彼时，仿制品几可乱真，多数具有伪铭文。

这类伪器多是由依古代青铜器真品所做的模型而制成，装饰经常不太精确，比较模糊和脆弱，特别是作为背景图案的雷纹，其中的螺旋纹比真品来得浅且不清晰，而且原来真品表面应该出现雷纹的位置，在伪器上甚至消失不见。伪制品与其所仿效之古代真品的重量也不同，或者太重，或者过轻。连金属的合金成分也不相同，伪器的表面经常覆盖着微细气泡孔，特别是在有雷纹装饰的区块，只消利用放大镜就能轻易观察出这些气泡孔。伪器表面通常为暗黑色，许多处都覆盖着极容易察觉的伪造人工铜锈。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依古代青铜器真品所做成的模型当然也包含了原本真品所有的缺陷，比如磨损的装饰、龟裂、表面的损坏等等，以及真品青铜锈的各种缺失，失去了清晰锐利的镶嵌，或者是器物设计的某些部分已经完全消失。此外，覆盖在伪器上的假铜锈通常在厚度、颜色与质地上全部具有一致性，这样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在真正的古代青铜器上。

1920年代与1930年代间最难被察探出来的伪器，是将破损的真正商周青铜器熔化之后作为金属原料再行铸造出来的。许多这类以正确合金成分铸造而成的复制伪器在1940年代战争时期被掩埋，近年又纷纷重现在香港与澳门的市场上。这些1920年至1938年间的伪造杰作均由当时技术顶尖的造假工匠与古董掮客以及其他在上海、北京、西安、苏州、潍县，甚至日本尤其是大阪的专家联手合作而成。

所有在1920年代与1930年代间制造的一流伪器，确实是在形状、设计、装饰等等完全仿效商周青铜器的杰作，专家学者依其仿制所在地而分类如下：



苏州的伪器



江苏苏州复制的青铜伪器。若干极卓越的青铜铸造工匠，包括周梅谷、刘俊卿与金润生，专门擅长于复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古青铜器，他们的工艺水平远胜于北京所做的青铜器复制品。



潍县的伪器



山东潍县所制造的青铜伪器。此地区约于四百年前即已从事青铜伪器制作，在清代声名大噪，当地的工匠专精于按照清代古物图录《西清古鉴》中的样本仿制。以蜡模制作的青铜镜在装饰上有一些错误，造型与包浆很多都不符合古代青铜器的特征，铜锈则是利用盐酸制成，难逃专家法眼。



西安的伪器



陕西西安制造之青铜伪器。加上铜锈之后，此地区制造之青铜伪器被埋入土中10至20年以老化。此地区另一项专长则是为原本无铭文的真的古代青铜器加上伪造的铭文。



北京的伪器



北京仿制的青铜伪器。青铜伪器的制造主要于北京城发展，仿制的都是商周最知名的青铜器。民国肇建之初，当时北京最重要的商周青铜伪器匠师，也是北京城内古董商最大的供应者为外号“古铜张”的张泰恩，他曾经亲授训练了12位学徒，其中七名后来成为青铜伪器的制造名师。古铜张弟子中的王德山曾制作了一系列华丽非凡的青铜觯伪器，大多依真品复制，完美的铸造并精准具现真品上所有的装饰细节，这组觯甚至每件都具有两字的铭文。尽管几乎完美，但这些伪器却都有两大不足之处：首先是装饰，虽然已属完美的复制，还是略嫌僵硬。再者，伪器的铜锈带有漆底。以上两种都是当时北京造伪器的典型缺陷，这些京制伪器通常都以商周古青铜器真品为样本精准仿造，再以酒精与漆的混合物做成铜锈。








伪觯的铭文




上海的伪器



上海仿制的青铜伪器。许多以青铜器真品做模的青铜伪器于民国初期在上海售出。其中最出名的事件莫过于由名列仿制高手之一的刘俊卿制伪器，一只青铜觥与一只青铜卣以当时堪称天价的价格售出！刘俊卿与叶叔重共同于苏州开设工坊，叶叔重乃是上海知名古董商吴启周的外甥，而吴启周则与巴黎和纽约两地显赫的古董商卢芹斋在美国开设古董店。这两件惟妙惟肖仿制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器物的伪器于1932年被吴启周在上海购得，当吴启周后来得知这两件青铜器竟然是出于自己外甥合伙人刘俊卿之手的伪器，因为自己看走眼购入假货而尴尬万分，据说发誓此生从此再也不做青铜器的买卖。



最近的伪器



过去的十年间，大量青铜伪器流入市场。这些伪器大部分来自于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质量极高，有些仿制技术达完美程度，以至于完全蒙骗了许多收藏家与此类业者。幸运的是，真正的专家依旧能够觉察出真伪，因为伪器多半过重，人造铜锈也能相对较轻易地从铜器表面剥离，伪造的铭文也不符合真品的真正时代特征或是铸得不够深，特别是由于铜锈只是以人工方式覆在伪器的表面，因此伪器的内部根本无法侦测到真正的腐蚀。无论仿制者的手法如何高明，真正的专家总是能够瞧出破绽，因为对于专家来说，伪器总是缺乏真正的生命力，缺乏那种唯有真正商周青铜器才拥有的活泼能量，而能够感知此生命力的本领则是任何一位青铜器评鉴专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功。



制作青铜伪器的技术



任凭再高妙的仿制技巧，只要拥有敏锐的眼力并且熟知仿制者运用技术的知识，便能立判真伪。

伪器制造者利用许多方法制造足以蒙骗那些对此毫无怀疑与戒心的买家。现将这些方法叙述于下：

● 重铸残缺的部分，将原本不完整的青铜器真品重新恢复其完好形状。

● 利用许多真正出土青铜器的碎片重新组合成一件完整的器物。通常不同时期的青铜器部分会被凑合在一起。

● 将一件真品的形状改造成别的形状，通常是改成价值更高的某种青铜器，或许借着将足部焊接到盖上来制造出分件的器物，或是将没有把手的盂加上把手使其变成为簋。

● 在无纹饰的素面青铜器上加上纹饰；常见的是将新的纹饰直接刻在器物的表面。如此的纹饰多半较真品的纹饰看起来僵硬呆板，而且也经常出现许多伪造者所作的纹饰历史年代与原素面青铜器年代不符的错误，此外，伪造纹饰上的铜锈要不由人工制造出来，要不根本没有铜锈。如果又加上铭文的话，多半造型丑陋，再不然字体可能不正确。

● 在局部有装饰的真品青铜器再加上其他装饰。这些新加上的装饰看来颇为僵硬，有时候还可能看得出雕凿的痕迹。而且如同在原本素面的真品上全面做假纹饰的伪器一样，纹饰内的铜锈皆是人工加上，再不然就是纹饰内根本没有铜锈。

● 在古代青铜器真品上以焊接方式加上装饰。

● 以真品青铜器做模本，铸造出另一件完全仿作的伪器。通常这样的伪器会比真品的体积略小，铸造的缺陷也可以在器物表面上看出来。铜锈是人工制成的。

● 以出版物上刊登的真品照片为本，进行青铜伪器的制造。这类伪器经常都在真品的照片中无法得见的形状、设计、装饰等等部分出现错误。

如以上提及的，仔细检查器物上的铜锈在鉴定是否为伪器方面扮演着最基本的决定性角色。真正的铜锈是当埋入地下的器物与土壤中各种酸性盐接触，器物的金属内在经过长时间化学反应之下的产物，这样的化学反应让青铜器表面呈现某些样貌，或者是颗粒状，或者平滑，抑或是包覆着极微细的结晶，以及呈现出某种颜色，褐色（赤铜或一氧化物）、绿色（基本的铜碳酸盐），一般称此为孔雀石绿，或是蓝色（铜碳酸盐），一般称此为蓝铜色。



伪造铜锈



覆于青铜伪器表面的人造包浆由以下的原料与技术制成：

● 酸

最早、最简单也是最广泛使用的制造包浆的方法是将青铜器浸入盐酸中。另外一种相关的技术则是将伪器浸入酸、石灰、盐与色素的混合液中，接下来再将器物埋入约一米的地下静待三至四年。如此可产生化学反应，而此化学反应能够制造出近似真品器物上的包浆。第三种方法是利用硫酸与氨的混合物，再将器物置于极潮湿的地方三到五天，器物表面即会覆上一层绿包浆，而且难以除去。知名的伪器制造高手王德山在20世纪初即广泛使用此一方法。

● 漆

某类人造包浆是以漆与色素的混合物涂抹在器物表面制成，有时混合物中还会加入酒精。

● 涂料

在伪器表面涂上模拟古老包浆的颜色。

● 加上真品的铜锈

从破损的真品青铜器上取下铜锈的微粒，然后黏贴在伪器的表面。有时候这种真的铜锈微粒会被捣碎成粉末并与真的青铜器小碎片、绿松石粉末混合。将这种混合的膏状物涂抹在伪器的表面，通常之后还会再覆上一层薄蜡。








伪方鼎，于20世纪早期仿制




辨识伪锈的方法



无论工匠使用何种方法，人造的包浆都能被经验丰富的专家检测出来。大多数的人造包浆都经不起以沾有酒精或是去光水，或是任何含氮溶液棉片擦拭的快速检测。此外，只要拥有一对锐眼并借着放大镜就能对人造包浆明察秋毫。



重新上漆的真品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器物上的人造包浆并不能绝对证明此器物必然是伪器。许多真品青铜器都曾被动手修复过以及被重新上过包浆，这在20世纪初是非常普遍的修理古代青铜器的方法。



铭文



如同器物上的包浆，器物上若是有铭文，亦能够提供辨识此器物真伪的有用线索。20世纪初，青铜伪器的制造者对于仿制铭文极有兴趣，因为当时刻有铭文的甲骨和铜器之售价会依其上铭文字数而攀升。因此，为了提高器物的售价，铭文便被人为加了上去，甚至原本没有铭文的器物也被强加上铭文，或者是从书中仿制若干字，或者仿制其他青铜器上的完整铭文，又或者凭空创造假铭文。如前文所述，这些伪铭文是1920年至1938年间西安仿制工匠的专精绝活。

这些造假的铭文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端倪：

● 使用字体或是内容风格的错误，也就是说，使用非属于该器物历史年代的字体或文体。

● 加入的内容缺乏一致性导致此铭文充满语法和用字的错误。这种现象常因为仿制内容的错误或是仿制的模本器物上的铭文本来就是仿制的而产生。

● 错置或是缺字。

● 铭文的位置处理极差，或是贪求较长铭文所带来的较高售价利润而使得铭文超出应有的长度。





伪爵，于20世纪早期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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